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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經法務部指派至美國哈佛法學院進修期間，有幸承WILLIAM ALFORD、PHILIP HEYMANN、ALEX WHITING、CAROL STEIKER、WILLIAM STUNTZ、ALAN STONE、DENA SACCO等教授之助，選修刑法、刑事訴訟法、刑事及公共政策、精神衛生等相關課程，並安排前往當地檢察署參訪，就目前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實務存在之若干議題，如：有罪羈押、偵查不公開與新聞處理原則、精神衛生、死刑、犯罪財產扣押等法律制度，作理論及實務之比較研究，並陸續為文發表，特此致謝。
另在法務部檢察司大力安排下，參訪美國司法部，分就貪污犯罪、金融犯罪、電腦犯罪、智慧財產權犯罪、刑事司法互助等議題，與美國聯邦檢察官及聯邦調查員進行多次座談，獲益頗豐，亦此致謝。故筆者乃試從司法部人員所提供資訊及雙方座談心得，嘗試為文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實務提出若干建議。
最後，筆者將數次參訪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聯邦地區檢察署及州立法院，所為之法庭觀察，及與聯邦檢察官進行訪談之過程摘錄，試對我國刑事訴訟實務提出若干心得與建議。
綜上，筆者乃將上述陸續撰文之各類文章，結集成冊，分成七大篇，以茲作為本次出國進修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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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有  罪  羈  押  制  度

壹、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一）／6
貳、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二）／13
       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一）

壹、問題之提出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之漏洞

我國重罪被告在判決確定前經交保，或判決有罪確定後等待刑之執行前，即逃匿無蹤，致司法有罪判決無法執行之例子不勝枚舉，舉其著者如十大通緝要犯之伍澤元、朱安雄等人，時至今日王玉雲事件又添一樁。而被告或受刑人逃匿之案例，除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外，並使人民對於刑事確定判決執行力及司法威信產生嚴重之質疑。探究此種現象之主因，實係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存在漏洞，直接影響到實務運作結果。

二、我國羈押制度實務運作模式之爭議

我國實務上，法院審理羈押中被告有時程壓力，必須儘早完成審理程序，復經常收到交保之聲請，令法院不勝其煩等，在在使法院羈押被告時承受極大壓力，從而驅使法院超越社會公義之考量，將被告交保在外，以卸除上述壓力。

然而當執行確定判決無果時經常引發爭議，媒體上即見對檢警調執行不力之責難，或見法官與檢察官相互指責，除傷害我國整體司法形象，更有誤導人民價值觀之虞，蓋因犯重罪而獲高額利益後，只要不斷上訴，案件無法確定便無庸執行，縱使判決確定仍可攜出高額犯罪所得逃匿中國或無司法互助之他國，司法機關卻無可奈何，犯罪於是成為一本萬利之事業，長此以往，臺灣將成為犯罪者天堂。

基此，美國聯邦有罪羈押（post conviction detention）制度，被告經宣告有罪而將受監禁之刑時，原則上應予羈押之規定，實可採為借鏡及修法之參考。

貳、1984年聯邦羈押交保改革法案之介紹

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固然指出法院不得諭知過重之交保金，然而，此修正案只是禁止過重之交保金，並不意謂著被告均有權交保。在聯邦法院體系中，有關刑事被告釋放或羈押之要件即受1984年聯邦羈押交保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84）（以下簡稱本法案）之規範
。其中被告判決有罪後科刑前或上訴中，有關法院釋放或羈押之構成要件於本法案中均有所規範。職是，在深入介紹及分析被告有罪羈押或釋放要件前，對本法案之立法背景及規範重點略做說明，當有助於有罪羈押要件之理解。

一、本法案之立法背景

    本法案係1984年全面控制犯罪法案（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簡稱”CCCA”）中之第一章(ChapterⅠ)。此全面控制犯罪法案導致聯邦刑法多方面之修正，包含：審判前被告之釋放要件、全面修正聯邦量刑法案，及新增很多聯邦刑法犯罪種類等
。

美國國會基於：聯邦羈押交保法律必須警覺到犯罪者釋放後所引發之問題，應該給法院足夠的權力做出釋放或羈押與否之決定，並且法院在做決定時，應該充分認知到釋放該人是否會對他人產生危害等
立法理由，通過本法案，將原先規範聯邦法院羈押及交保要件之「1966年聯邦羈押交保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66）」予以廢止，修正原先聯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十八卷(Title 18)第3141條至第3151條（18 U.S.C. §§3141-3151）之規定。 

二、本法案之規範重點

本法案幾乎全面性涵蓋了聯邦刑事案件之釋放及羈押事項，除建立審判前、有罪判決後等候科刑程序、執行或上訴前，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標準及程序外，復有被告交保後逃匿，以及於保釋期間再犯罪之處罰規定，另就證人的釋放及羈押要件及程序等均有規範。本法案異於前法案之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

（一）危害性（Dangerousness）：對於審判前釋放被告，法院除如同先前法案需考量被告是否會出庭外，應考量釋放被告後是否會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參照18 U.S.C. §3142（g））。

（二）審判前羈押(Pretrial Detention)：法院於羈押庭後，下羈押命令時，不需要再附加任何交保條件（參照18 U.S.C. §3142（e）、（f））。

（三）高額交保金(High Bail)：本法案特別禁止法院採取過高之交保金導致被告於審判前羈押（參照18 U.S.C. §3142（c））。

（四）暫時性羈押(Temporary Detention)：當其他執法機構提出續行監禁被告之令狀時，法院基於此種原因，可下最長10天之暫時性羈押命令（參照18 U.S.C. §3142（d））。

（五）保釋期間再犯罪(New Crimes While on Release)：當被告於審判前之保釋期間再犯罪者，除所再犯的罪應科處刑責外，被告於保釋期間犯罪的這一個行為亦構成犯罪。例如：被告再犯之罪為重罪（felony）者，將科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再犯之罪為輕罪（misdemeanor）者，將科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參照18 U.S.C. §3147）

（六）保釋期間逃匿(Failure to Appear):當被告於審判前、有罪判決後科刑前、上訴前、或確定判決後執行前逃亡者，視其起訴罪名或判決有罪罪名之刑度高低，科處刑責。例如：被告當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於保釋期間逃匿者，將科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 （參照18 U.S.C. §3146）

（七）違反保釋要件(Violation of Conditions)：被告在保釋期間違反保釋要件者，本法案授權法院直接命令羈押，並得另行起訴被告藐視法庭罪。（參照18 U.S.C. §3148）

（八）等候上訴或科刑期間之釋放（Release Pending Appeal or Sentencing）：本法案對於被告等候上訴或科刑期間，法院所做羈押或釋放之決定，建立起新的、更嚴苛的標準。（參照18 U.S.C. §3143）

參、聯邦有罪羈押要件之介紹及分析

美國聯邦法院通常將認定被告有罪與否及科刑分為兩個階段，待被告認罪或經陪審團審判認定有罪後，需要再經過科刑階段，由法官決定被告之刑度
。因此，被告經一審有罪判決後科刑前，及一審科刑後上訴前，被告均有應否繼續羈押之問題。

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卷刑法及刑事訴訟法（Title 18 Crim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第二篇刑事訴訟法（PartⅡ Criminal Procedure）第207章(Chapter 207)司法程序中之釋放及羈押（Release and Detention Pending Judicial Proceeding）第3143條（Release or detention of a defendant pending sentence or appeal）「被告於科刑及上訴時之釋放或羈押」明文規定如下：

一、科刑或執行刑罰前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sentence）

(一)第3143條（a）（1）之規定

被告所犯非屬本條（a）（2）之重大犯罪（詳如下述一之（二）之說明），經有罪判決，且依據28 U.S.C.第994條公布之量刑標準，應建議科處監禁刑者，除非法院有清楚及明確之證據顯示，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者，始可以依據第3142條（b）或（c）之規定，附條件釋放被告外，原則上所有等候科刑或刑罰執行之被告均應予羈押。

換言之，除非法院認定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始有可能決定釋放被告，並且法院亦非無條件釋放被告，須同時依據第3142條（b）或（c）之規定附帶條件如下：保證書，交保金，採集被告DNA，經指定之人監管，維持工作、如無工作者應積極尋找工作，維持或開始教育課程，限制與他人之聯繫、限制住居或旅遊，避免與犯罪被害人或證人聯繫，定期向指定之執法單位報告，宵禁，限制持有武器，限制過度飲用酒類或管制藥品，接受醫藥、精神及心理治療、包含酒癮或藥癮治療等，提供足夠資產並出具當逃匿時可予以沒入之同意書，在下班或放學後返回羈押處所，及提供其他可以確保被告會出庭或不會危害他人或社會之證明等。至於對青少年犯擄人勒贖及性侵害案件等之被告，則應予以電子監控。

（二）第3143條（a）（2）之規定

被告所犯係第3142條（f）（1）之（A）、（B）、（C）罪者，亦即所犯係暴力犯罪或聯邦恐怖主義犯罪（Federal crime of terrorism）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其他犯罪最重本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者、違反管制物品法案或管制物品進出口法案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經判決有罪，於等候科刑或刑罰執行時，除有下述二種情形外，原則上均應予羈押：

1、法院認為有相當可能本案會被改判決無罪或重新審判，且有清楚及明確之證據顯示，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

2、檢察官建議不科處被告監禁刑，且法院有清楚及明確之證據顯示，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

  不過，上述例外之情形，在實務上非常少見
。

二、被告提起上訴期間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defendant）

（一）第3143條（b）（1）之規定

被告所犯非屬本條（b）（2）之重大犯罪（詳如下述二之（二）之說明），經判決有罪、科處監禁刑後，提起上訴或向上訴法院提出調取案卷之聲請狀時，除法院認定「同時」具有下述二種情形得例外予以保釋外，原則上被告均應予羈押：

1、有清楚及明確之證據顯示，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者。

2、被告非為拖延訴訟而上訴，並且提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實質問題，可能導致推翻原判決、重新審理本案、將科處非監禁刑，或可能減輕刑度而少於羈押日數者。

再者，除了被告上訴將導致減輕刑度而少於羈押日數者，法院應以減輕後之刑度為羈押之終日外，其他所有保釋命令，均須依照第3142條（b）或（c）之規定，有條件釋放被告。

（二）第3143條（b）（2）之規定

被告所犯係第3142條（f）（1）之（A）、（B）、（C）罪者，亦即所犯係暴力犯罪或聯邦恐怖主義犯罪（Federal crime of terrorism）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其他犯罪最重本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者、違反管制物品法案或管制物品進出口法案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經判決有罪、科處監禁刑後，提起上訴或向上訴法院提出調取案卷之聲請狀時，毫無例外，均應予羈押。

三、檢察官提起上訴期間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government）

（一）第3143條（c）（1）之規定

檢察官依據本卷第3731條之規定，例如：對法院所為之駁回訴訟、禁止證據使用或同意重新審判等命令提出上訴時，法院應依據第3142條有關審判前羈押或釋放被告之規定，決定應否羈押或釋放被告。

（二）第3143條（c）（2）之規定

被告經科處監禁刑且未上訴，而檢察官依據本卷第3742條對被告刑度提出上訴者，法院應諭知被告羈押。至於其他被告未上訴而檢察官對被告刑度上訴時，法院則依據本卷第3142條有關審判前羈押或釋放被告之規定，決定應否羈押或釋放被告。

肆、小結

綜上本法案立法背景之說明，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實是希望能夠有效控制犯罪。且依據前述條文之分析，被告經審理判決有罪須執行監禁刑者，即以羈押為原則，附條件交保則僅在例外可明證被告無逃亡之虞且不可能對他人或社會造成危害，法院認為有相當可能本案會被改判決無罪或重新審判，檢察官建議不科處被告監禁刑，或被告非為拖延訴訟而上訴，並且提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實質問題，可能導致推翻原判決、重新審理本案、將科處非監禁刑、可能減輕刑度而少於羈押日數者等情況下，才有可能。

反觀我國實務現況，重罪被告通常於第一審判決有罪後，藉由不斷上訴，拖延訴訟。而法院往往於第一審宣示判決時或第一、二審審理中，以高額交保金，停止羈押被告，很少善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命被告遵守事項等規定。則重罪被告衡量自由之可貴下，於審理中或審理終結後執行前即行逃亡，該高額交保金對此等被告而言，顯不足以保證其等不會逃亡。因此，法院在考量具保停止羈押之時，實可參考美國上開規定之精神，以免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

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二）

壹、前言

    筆者前文「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一）」中，已先行介紹及分析美國聯邦有罪羈押制度之立法背景及其法律規定，即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卷第3143條（以下簡稱18 U.S.C.§3143）之規定。

然而，在被告判決有罪後，等候科刑或上訴程序中，法院審查是否羈押或釋放被告之要件，與美國聯邦法典同章即第207章(Chapter 207)司法程序中之釋放及羈押（Release and Detention Pending Judicial Proceeding）中第3142條（Release or detention of a defendant pending trial）「被告審判前之釋放或羈押」（以下簡稱18 U.S.C.§3142）規定，基本概念有部分相同之處，實務見解亦多有適用。故本文乃先就18 U.S.C.§3142規定中，與18 U.S.C.§3143相關之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予以介紹之，以利日後對18 U.S.C.§3143有罪羈押規定之瞭解。    

貳、聯邦審判前羈押考量之因素

18 U.S.C.§3142固然規定被告於審判前羈押或釋放之要件，惟18 U.S.C.§3142（g）有關羈押與否之考量因素（Factors to be considered）之規定，不論於被告審判前（§3142）、或判決有罪後等候科刑或上訴中（§3143），或者對證人(§3144)及對違反保釋規定者予以處罰(§3148(b))之任何階段，當法官於認定被告有否合理之確信會如期出庭，或釋放後會不會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時，均應一體適用之
，其規定及相關實務見解如下：

一、法條規定

（一）所犯罪質（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se charged）

    根據18 U.S.C.§3142（g）(1)之規定，法官應考量被告被訴犯罪之性質及狀態，亦即是否為暴力犯罪、聯邦恐怖主義犯罪、或有無未成年人遭被害，或該犯罪有無涉及毒品、武器、爆裂物或毀滅性之工具等。

（二）證據評價(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根據18 U.S.C.§3142（g）(2)之規定，法官固應考慮對被告之犯罪證據是否足夠。

（三）被告之歷史及性格(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根據18 U.S.C.§3142（g）(3)之規定，不論被告此次犯罪經逮捕時，是否在另案緩刑中、假釋中、或者於另案審判前、科刑或上訴等程序中經釋放之狀態，仍應考量被告個性、生理及心理狀態、與家庭之關係、工作狀態、經濟來源、在社區居住之時間長短、與社區之關係、過去之行為、毒品或酒精濫用之歷史、犯罪前科以及先前之出庭率等。

（四）危害之性質與程度（the natur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danger）

根據18 U.S.C.§3142（g）(4)之規定，法官應考量被告經釋放後，對他人或社會之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並且被告或檢察官提出聲請時，應該探究被告所提供之擔保品是否足以確保其出庭，倘無法合理確保其出庭者，法官應拒絕接受釋放之請求。

二、實務見解

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審判庭認為審判法庭不可以忽視任何一個因素
。不過，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審判庭認為相對於其他考量羈押與否之因素，上述有關證據評價之因素較乏重要性
。

再者，聯邦上訴法院第二、五及十一巡迴審判庭均認為：法官依法應考慮的是被告是否會逃匿或對社會產生危害，至於將來可能羈押時間之長短並不在考慮之列
。此外，聯邦上訴法院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及第三巡迴審判庭則陳明：法院應基於在羈押庭中之證據，判斷是否羈押或釋放被告，不可考量法庭外之其他訊息。

參、證據門檻(Standard of Proof)

    判斷被告是否會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危害者，其證據門檻需要達到清楚及明確之證據（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顯示不會對社會產生危害者，始可能予以釋放。然而，有關被告是否會逃匿，如民事訴訟程序中原告所負舉證責任般，檢察官僅須證明證據的優勢（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即可
。

肆、危害性之定義（Definition of Dangerousness）

    1984年國會通過「聯邦羈押交保改革法案」時，即認為毒品交易行為會對社會產生危害
。因此，在羈押要件中，有關被告對社會之危害性，即使不會有具體之暴力行為，依據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審判庭之見解，郵件詐欺（mail fraud）被告會對社會產生經濟上之危害，亦需要羈押
。

    至於聯邦上訴法院第三巡迴法院審判庭則認為所謂危害性必須被告很可能犯下18 U.S.C.§3142(f)所規定之係暴力犯罪或聯邦恐怖主義犯罪（Federal crime of terrorism）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其他犯罪最重本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者、違反管制物品法案或管制物品進出口法案且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始足當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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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業經刊載於檢察新論第4期，2008年7月，第118至137頁）

壹、前言

每當社會矚目刑事案件發生時，多數人基於好奇心之驅使，以及對國家社會存在不安的恐慌下，亟欲窺探案件當事人及相關人的真實面貌及事件原委。此時，憲法第11條及第22條保障言論自由及人民有「知的權利」，就形成新聞媒體追逐偵查中刑事案件的重要根據及保護傘。

不過，相對地，刑事案件的發生也意謂著國家有可能對特定人發動刑罰權。而基於刑罰可能剝奪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權，具有嚴厲性，應為最後手段之原則下，依據法治國精神，國家機關不論偵查或審判機關，對於刑罰權之發動，均須依照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程序而為，並恪遵無罪推定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亦即，在偵查程序階段，保守偵查秘密。此舉不僅可以保護被告不受到媒體的公審以及其隱私權，同時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秘密從事偵查作為，亦得以適時發現真實，將犯罪者繩之以法，以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然而，上開二種價值在偵查中的刑事案件卻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衝突。固然不可否認的是，言論自由與人民知的權利，確是身為一個自由的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但是一個自由的人生活在社會群體中，亦必須與多種利益相折衝，始得與他人共同發展出最大公約數的幸福。職是，憲法第23條即明確闡釋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人民基本人權得以法律限制之，亦即依據比例原則限制之。也就是個人的自由權利，與他人自由、社會公益或國家安全等不同利益間，應適度兼顧或保持平衡。因此，偵查中刑事案件，一方面即須保守偵查秘密，以維被告人權，並達到正確發動國家刑罰權，實踐公平正義，另一方面，應兼顧憲法上人民言論自由及知的權利，適時安撫人民，免於恐懼。

而對於平衡與兼顧上揭不同利益之議題，首當其衝的就是檢察、警察及調查等偵查機關本身。偵查機關如何依據憲法上所要求之比例原則，適切發布新聞，維護偵查不公開原則，並兼顧人民憲法言論自由等權利，實務上不免多所困擾。縱使我國2000年7月19 日增訂之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揭櫫：「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然而，例外得以公開揭露之事項，究竟何謂「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且為「必要」之情形，亟待實務及學說予以闡釋與補充。因而，該法修正後，法務部責成最高法院檢察署修定「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以下簡稱「新聞處理注意要點」），於2002年7月18日發布之
。試圖將上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予以明確化，設立若干行為準則，以解決實務紛擾。不過，該要點是否確能符合利益平衡及實務需求，即值探究。
再者，此種偵查不公開與新聞處理間之矛盾關係，不僅只在我國發生，不論何種法律體系，只要有人類及犯罪存在之社會，必然會遇到該項爭議。究竟其他國家如何處理該項議題，其法令如何規定，實務上法院判決意見為何，均值得作為我國處理該項議題之參考。本文乃嘗試從美國聯邦體系新聞處理原則之相關法規暨其法院見解切入，予以介紹及分析，續之介紹該國如何處理違反規定者，再從上述利益平衡之觀點，亦即以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為出發點，參考美國法制上相同之原則，與我國「新聞處理注意要點」暨實務作法予以比較分析，最後提出若干建言，俾供我國偵查實務暨相關法制之參考。

貳、美國聯邦法規命令及實務見解

美國聯邦規則法（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28卷第50.2條（以下簡稱28 C.F.R. §50.2）就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有關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之新聞發布事宜（Release of information by personnel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lating to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edings），作一規定。基此，美國司法部在其發布之「聯邦檢察官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簡稱USAM）第1-7.000章「與媒體之關係」（Media Relations）
中，進一步對所屬機關人員之新聞處理事項，作更詳盡之行政規範，以資落實。

此外，由於美國聯邦重罪案件，檢察官必須透過大陪審團（Grand Jury）傳喚證人及調取證物，在大陪審團程序進行中，僅檢察官一方秘密參與該程序，潛在性被告並不知道有此程序進行中，嗣後經由大陪審團審核，並以多數決方式，決定是否起訴（indict）被告
。因此，大陪審團所進行之程序，猶如我國刑事訴訟法偵查階段般，具有秘密性。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6（e）(2)條即具體規範大陪審團程序進行中，應秘密事項及應保守秘密之人，並在同規則第6（e）(3)條中規範得揭露之事項及對象
。由於大陪審團審核階段所取得之資訊(matters occurring before the grand jury)，得以揭露之範圍及對象，應遵守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而為。因此，為完整理解本議題，併予介紹之。

以下乃先就「聯邦規則法」與「聯邦檢察官手冊」中，有關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新聞處理通則暨刑事案件新聞處理原則，以及「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條中，對大陪審團審核中所取得之資訊，得以揭露或不得揭露之事項與對象，予以介紹之。最後，就若干違反規定將訊息揭露予媒體之個案，有關司法部與法院之處理結果，予以敘述及分析，供作後述與我國法制比較上之參考。

一、聯邦規則法之規定

（一）新聞處理通則

    該法開宗明義陳述：雖然過去司法行政部門對於刑事及民事案件的新聞發布，能夠清楚認知此領域中各種不同利益之衝突，且能負責任地處理之。不過，由於本議題已經逐漸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因此希冀就新聞發布事宜，對所有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能有一個統一而具體的規範
。此外，對於保護刑事案件當事人，及讓大眾知道如何控制犯罪與政府之作為，兩種利益間求得平衡，須依賴機關新聞發布人員及媒體代表均有一個健全的判斷及運作
。當某些事項應否發布具有爭議性時，例如：聯邦犯罪紀錄，及被告遭逮捕時所搜得物品之紀錄等，應由司法部依據實務經驗及他人之建議，不斷審視及考量之
。

（二）刑事案件新聞處理原則

1.適用範圍

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不得為了影響被告審判結果，而公布任何訊息，且對於會影響到即將審判案件之結果的任何訊息，亦不得公布之
。亦即，下述有關刑事案件新聞處理原則之規範，係從某一個人成為犯罪偵查客體開始，一直到審判終結，或因其他事由致案件終結時為止
。 

2.部分得予公布之訊息

除有法律、法院規則或命令之特別限制外，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得公布以下訊息：被告名字、年齡、住居所、職業、婚姻狀態及相似之背景資料；起訴書內所載之內容；偵查或逮捕機關、犯罪偵查時間之長短或規模；逮捕時之狀況，包含：逮捕時間、地點、有無抵抗、追趕、武器之持有及使用，在逮捕時搜索出之物件。再者，揭露上開訊息時，僅能公布無爭議或客觀之事項，不可以包含主觀判斷。此外，如果公開被告資訊或逮捕、偵查之相關訊息，會有害或導致法律無法執行者，則不應該公布之
。但是，有關被告逃亡訊息，則不在此限，得以公布
。

3.不得公布之訊息

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不得公布任何有關被告犯罪前科之資訊
，且對於即將進入審判之案件或已在審判中之案件，應儘量避免會對審判有危害之虞的陳述，而某些陳述只有在極端要求訊息揭露的非常態情形下，始得揭露之
。另外，由於下述訊息之公布容易造成某一重要法律功能之損害，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亦不得公布之：對被告人格之評論；被告之供述、許可、自白、不在場證明或拒絕陳述等；偵查程序中有關指紋、測謊儀器、彈道測試、實驗室測試之實施，或被告拒絕為前述測試或檢驗等事項；關於證人同一性、證人證詞或證詞之可信度等之陳述；關於案件之證據或爭點，不管該證據或爭點將來會不會在審判中使用到；對被告有罪，或被告可能認罪，或被告可能對較輕罪名為認罪等事項之意見
。

4.例外規定

由於該法僅闡釋一般新聞發布原則，不過，某些特殊情況下，也會限制到一些不會有害的訊息的發布。因此，如果司法部所屬機關之首長認為揭露某些訊息會有利於法律之執行及公平正義者，可於請求司法部部長或副部長之許可後為之
。

二、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

（一）通則

1.規範範圍及目的

    依據28 C.F.R. §50.2之規定，訂定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有關民刑事案件之新聞處理原則。然而，該手冊之規定僅具有內部規範效力，並無法律之強制力
。又整體而言，新聞之發布應注意下述三種利益之衡平：公眾知的權利、當事人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以及政府得以有效率執法的能力。對於上述三種利益的衡平，均須逐案作一考量。原則上，除注意保護被害人及訴訟當事人之權益外，同時也應注意保護證人及其他關係人的安全。不過，在具體個案中，倘符合被告權利及合乎憲法民主之要求下，也應衡量讓大眾知道政府執法部門、檢察官或法院對於個案之相關作為。甚且，為了民眾的安全，應該讓民眾知道被告已經逃亡的訊息。至於有關法律之執行或實施，倘對人民權益會產生影響者，均應告知人民
。

    2.新聞發布之總負責人及新聞發言人

    司法部新聞發布總負責人為公眾事務辦公室主任（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簡稱OPA）），而各州則由各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為新聞發布之總負責人
。其次，各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及司法部各所屬機關均應指派一位或數位擔任新聞發言人。倘聯邦地區檢察署或司法部所屬機關因人力不足，無法由一人專任新聞發言人者，仍應指派一人兼任之，或者由檢察長或各機關首長自行兼任之
。

3.機關間相互協調發布新聞

    司法部所屬機關有關新聞發布事宜，應與公眾事務辦公室主任互相協調聯繫。至於各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僅對於影響其轄區之事務有獨立裁量權，對於具有全國重要性事項之新聞發布，則應與公眾事務辦公室主任協調之
。又司法部所屬機關對於會引起國際或全國或重要地區新聞媒體注意之議題，應即告知司法部公眾事務辦公室，其後始得舉行記者會。而該公眾事務辦公室應先行就上揭議題與該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進行諮商，始得對該議題發表意見或發布新聞
。至於司法部所屬機關或公眾事務辦公室新聞發布或召開記者會，會影響聯邦地區檢察署者，應與檢察長溝通之。但涉及可能將遭起訴之個案者，則須經過檢察長之許可，才可以發布新聞或召開記者會
。

4.召開記者會之原則

    具有重要性值得被報導或是具有嚇阻犯罪等功能者，始得舉行記者會。又偵查中之個案可能將起訴者，應獲得司法部副部長或管轄該案件之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之許可，始可召開記者會。倘該案件為數個檢察署所管轄者，則該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應先徵詢其他檢察署檢察長之意見，始可為許可之決定。如果是全國性之重大案件，尚應取得公眾事務部主任之許可，始可召開
。另外，偵查中之犯罪本質上令人憎惡或非普通案件，為安撫民心，欲告知民眾偵查機關已展開積極作為，或告知民眾尚有某些危險存在，或請求民眾協助提供訊息者，得召開記者會
。

(二)刑事案件之新聞發布原則

    由於本手冊大多依據28 C.F.R. §50.2之規定作為規範基準，因此，與上開聯邦規則法規定相同或相似處，即不再贅述
，僅就內部特殊規範敘述如下：

1.起訴後得以揭露之訊息  

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對於「已起訴」之案件，除有法律、法院規則或命令之特別限制外，得公布以下之訊息：被告名字、年齡等背景資料；起訴書內所載之內容；偵查或逮捕機關、犯罪偵查時間之長短或規模；逮捕時之狀況，包含：逮捕時間、地點、有無抵抗、追趕、武器之持有及使用，在逮捕時搜索出之物件
。

2.偵查中得以揭露之訊息

除下列二種情形外，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對於偵查中個案是否正在進行偵查，或偵查內容及進展等問題，包含是否有核發傳票等，在起訴前均不得予以回應:(1)對於已經公布或報導的事件，偵查機關得表明刻正進行偵查中，以重建社會大眾的信心。(2)為保護社會大眾利益、福祉及安全之必要，對於正在進行之偵查行為得以確認或發表意見。然而，縱使在前述特殊情況下，偵查機關必須先諮詢或獲得檢察長或處理該事務之司法部主管單位之許可後，始可發布新聞
。

3.被告犯罪前科之揭露

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原則上不論在偵查或審判中，均不得對媒體揭露有關被告犯罪前科之任何資料。然而，在被告逃亡或引渡之個案中，或某些犯罪以犯罪前科為構成要件者，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為確認被告及其犯行之同一性，而得以揭露部分相關訊息
。

4.協助新聞媒體採訪之界限

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協助新聞媒體採訪之界限例示如下： (1)新聞發布時應該加入一段陳述，即起訴只是一種控訴行為，被告在審判程序證明有罪前，皆應推定無罪。(2)縱使已經執行過搜索或逮捕，實施搜索或逮捕之人員均不得提供任何訊息給媒體，亦不得教唆或請求媒體在搜索或逮捕之現場出現。此外，在準備要執行搜索或逮捕前，或司法部所屬數個機關同時參與搜索、逮捕行動時，亦同。(3)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如果獲得可能成為刑事案件之證物，及任何與搜索或逮捕行動有關之照片、錄音或錄影帶時，在未得該聯邦地區檢察署檢察長或司法部副部長之同意前，均不得提供給媒體。又該檢察長或副部長應依照規則或政策，衡量是否可以提供給媒體，或者視有無法院之命令要求提供此種物品而為決定。（4）如果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在行動時，發現新聞媒體出現在現場，而此舉將對該次行動或他人安全產生危害者，應先溝通請他們自願離開現場。如果媒體不願意離開的話，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在還有其他選擇時，應即取消該次行動。(5)綜上各項原則，倘遇有特殊情形，經由公眾事務辦公室之許可，可為不同之處理
。

三、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

（一）應保守秘密之事項及人員

    基於保護大陪審團成員之隱私及安全，並鼓勵檢察官在大陪審團前完整揭露訊息，與預防被告在警察逮捕前逃亡、證人在大陪審團前作偽證，以及保護將來不會被大陪審團起訴之人的名譽下，大陪審團審核過程，應秘密為之
。故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2)條之規定，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下列之人不得揭露在大陪審團審核時所取得之資訊：1.大陪審團的成員，2.通譯，3.法庭紀錄人員，4.操作錄音設備之人員，5.將錄音帶內之證詞製作成筆錄者，6.檢察官，7.其他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3)(A)(ⅱ)或（ⅲ)條例外之規定，得以取得大陪審團程序中所得資訊之人
（例如：協助檢察官執行職務之政府機關人員等人員
）。至於上述人員以外之人，則無保密義務
。

    然而，該規則並無明確規定大陪審團審核時所取得之資訊，何者屬於應秘密之範圍，何者不屬之，實務上乃由法院判決予以補充之，如：揭露偵查範圍、對象及重心的文件
；大陪審團之筆錄、大陪審團成員詢問問題之資料、檢察官記載偵查方向、策略及潛在證人之備忘錄
；檢方有利證人在大陪審團審核時所提供之訊息
；證人姓名及住址之清單
；起訴書之草稿
等，法院認應屬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條所保護之對象。然而，聲請搜索令狀時所檢具之宣誓書
，及某項未揭露在大陪審團審核時情形之商業紀錄（business records）
，即非屬該條保護之資訊。因此，是否屬於應秘密事項之範圍，法院將視個案情形而定。

（二）例外得以揭露之事項及對象

    大陪審團審核中所取得之資訊，例外得以揭露之對象計有：依法執行職務之其他檢察官，協助檢察官執行職務之政府機關人員（包含州政府或外國政府等），或從本案檢察官或上開政府機關人員處取得資料，以執行金融機構改革法案或實施民事沒收程序等之其他檢察官，或為偵辦銀行法案件之檢察官提出聲請，經法院核可後，得以目的內使用該資訊
。而前開協助檢察官執行職務之政府機關人員，僅得在協助檢察官執行聯邦刑法之目的下使用該資訊，且檢察官必須立即將該政府機關人員名單，提供給法院，並確實告知該等人員有關保密義務之規定
。另外，大陪審團審核中獲取的資訊與國家安全機密有關者，則檢察官得將該資訊揭露給聯邦國家安全機關及國防部等權責單位，且在相當時日後，以密封文件方式，通知法院已揭露何種國家安全機密事項及揭露予何機關
。此外，大陪審團審核中之某項資訊，可為本案或他案司法程序使用，法院得以授權在特定目的下，於某一特定時間，揭露某特定資訊
。綜上所述，有關大陪審團審核中所取得的資訊，屬於應保守秘密事項者，保守秘密義務之人嚴格禁止揭露予新聞媒體。

四、違反規定之效果

    由於大陪審團審核程序並非適用在所有聯邦刑事案件，僅在重罪案件，又倘重罪被告自動放棄經由大陪審團起訴(此種起訴狀稱作indictment)之權利者，檢察官得自行起訴（起訴狀稱作information）
。因此，聯邦刑事案件中，除了大陪審團審核程序所取得之資訊，其揭露範圍及對象，應遵守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外，其他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有關偵查中新聞處理事宜，即應以前開聯邦規則法及聯邦檢察官手冊作為準據，此合先敘明。又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7)條之規定，違反該規則第6(e)(3)條得以揭露之範圍與對象等規定者，視為藐視法庭之行為
。不過，相對地，聯邦規則法28 C.F.R. §50.2及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000章，違反新聞處理規定者，並未具體規範罰則，實務上乃由司法部自己進行內部調查及行政懲處（詳後述）。則究竟實務操作情形為何，值得玩味，以下乃就違反規定之若干個案，介紹司法部及法院之處理情形。

（一）司法部處理情形

司法部下設有專業責任辦公室（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簡稱OPR），職司調查司法部所屬人員尤其是檢察官、聯邦調查局調查員及聯邦緝毒署調查員之不正行為（misconduct），並依據其調查結果，對於其等違反法規及司法部內部規範之行為，視情節輕重，予以不同程度之行政懲處或不予處罰
。OPR則依據28 C.F.R.§0.39 a(ⅰ)(3)規定，每年須出具上開調查之年度報告予司法部部長
，其內含每年各種不正行為類型之收案與結案，與告發來源等統計資料。另外，對於遭懲處之檢察官，則記載經書面警告、口頭警告、停職、調查中已自行離職或辦理退休各幾人等資訊外，並未逐案敘述其等違規之內容，僅例示數個案例，以茲參考。且為保護其等之隱私權，僅稱呼檢察官（DOJ attorney），不表明該人之姓名或所在之檢察署。綜觀網站上所公布之1994年至2004年年度報告，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洩漏偵查中訊息予媒體有下述個案：

1.1997年年度報告

某檢察官於偵查中將檢察署對該案之備忘錄（屬於內部機密資料），交給負責本案之偵查員，而後該名偵查員將此備忘錄提供給媒體，嗣該檢察官亦曾跟某位記者談及此秘密偵查中之個案，導致該案受到媒體之關注。OPR經調查後認為：該名檢察官雖然判斷錯誤而將備忘錄交給承辦偵查員，然而對偵查員將備忘錄提供給媒體一事，事先並不知情。至於檢察官對記者評論案件一事，雖與司法部新聞處理政策不合，不過，依具體情節，尚未嚴重到須認定為不正行為而應予行政懲處
。

2.2001年年度報告

有人指出記者在大陪審團起訴前即得知起訴書草稿之內容，由於此屬於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條應保密之事項，因此，OPR對檢察官展開調查，經調查之結果，查無檢察官洩密，乃進一步指示設於聯邦調查局內之OPR應對聯邦調查員展開調查，確定何人洩密
。

3.2002年年度報告

有二位聯邦檢察官將聯邦調查局的機密文件交給某媒體代表人，以交換取得另一偵辦中案件的重要訊息。該二名檢察官在OPR調查時均坦承有上開行為，不過陳述其等動機為了幫助另案之偵辦。嗣OPR認為該行為已經違反隱私法（Privacy Act）、司法部命令及該州律師規則（State Bar Rule）中有關不得揭露政府機密文件之規範。其中一位檢察官在OPR調查終結前即自行離職，另一位則被停職5天，同時OPR將上開二檢察官不正行為轉知該州律師公會
。

4.2003年年度報告

OPR收到陳情狀指出某案件偵查中，某位不明之司法部所屬人員為破壞偵查對象之名譽，竟向媒體散佈相關偵查作為及聲稱即將起訴該人，後來經證實並無起訴一事。本案經OPR詢問該案件之承辦人員，其等均否認洩密，而OPR認為其等否認之詞應可信賴，此外，亦查無其他證據指向何人洩密，因此，將本案終結
。

（二）法院處理情形

    在In Re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一案
中，從報紙及電視報導討論有關大陪審團行動及詢問範圍觀之，有可能是司法部門人員洩漏訊息。因此，該案件關係人即向地方法院聲請處罰揭露訊息者。然而遭地方法院駁回，地方法院僅下令當地聯邦檢察官通知華府司法部官員有關此事，希望停止這類情形發生，並請檢察官警告大陪審團成員不得對外洩密。對此駁回之裁定，聲請者不服提出抗告，上訴法院認為司法部門人員並未以宣誓書否認此項揭露訊息行為之指控，且該項訊息顯然係從司法部或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有關連之人所洩漏，因此，撤銷原裁定，認應依法處罰相關人員。

在U.S.v. Marcello
一案，被告因政府相關部門人員洩密給媒體，因此請求法院撤銷起訴或者處罰相關人員。法院認為雖然已經有七位檢察官遞交宣誓書表明未洩密，不過，應保守秘密者尚包含聯邦調查局調查員，及其他參與大陪審團程序人員。因此，法院先暫緩處罰，並給予政府部門相當時間補具調查員及其他人員之宣誓書，而相當時間過後，將審視政府部門內部調查洩密之報告，以決定是否進一步舉行聽證會或者由法院下令調查。

在U.S. v. Eisenburg
一案，對於偵查訊息洩密給媒體一事，法院要求檢察官應在下一次大陪審團審核該案時，告知其成員不應考慮任何新聞媒體有關本案之報導。另外，所有洩密行為不可再發生，政府必須著手調查何人洩密，並將調查結果陳報法院。此外，所有經手之檢察官或調查員均應出具否認或承認洩密之宣誓書，且大陪審團調查某些紀錄時，必須應嚴守秘密審議之規定。

參、我國法規命令及實務見解

    我國偵查不公開之原則與例外情形，主要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245條，而「新聞處理注意要點」則針對檢警調等機關於偵查中新聞處理事項作一內部規範。故以下先略述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之規定，次分析違反規定之效果暨相關實務見解，以供作後述比較分析之基礎。

一、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偵查，不公開之，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乃一般所稱偵查不公開原則，又稱作秘密偵查原則
。其主要規範目的之一乃在於維持偵查效率之考量，防止因偵查內容外洩，導致湮滅證據或勾串證人或偽證，影響偵查效能。另一方面，係基於保護被告及關係人之名譽及隱私權，避免被告於偵查階段即遭到媒體公審，而事實上減損受無罪推定原則保護之機會，縱使嗣後被告經判決無罪，也容易造成法官與外界之無謂對立，甚至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之隱私、名譽或身家性命等，在正式起訴前，應有免於資訊外留之信賴利益
。然而，如前言所述，偵查不公開所保護之利益並非絕對，與憲法上言論自由與與知的權利等利益相衝突時，亦應依比例原則平衡之。職是，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賦予偵查機關例外得以公開揭露訊息之權責。

    不過，諷刺地是，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修正原因，並不是意識到偵查機關新聞處理上所面臨的困境，試圖提供解決之道。而自立法院委員連署該條文修正草案之提案案由以觀：「…為邇來執法人員在刑案偵查過程中動輒將案情公諸於世，行媒體審判之實，以為個人英雄主義之表現，卻嚴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之』，法有明文；同條文第三項亦有『辯護人因偵查中執行職務所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之規定，然因未明確規範辯護人以外因職務知悉案情之人員不得洩漏，形成法律漏洞，為彌補該條文之不周延處，擬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三項…」
，甚且，於本條之修法提案理由二中說明「我國少數執法人員，於偵查程序開始後，或主動聯繫新聞媒體，或被動揭露偵查內容，其行為不但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抑且嚴重侵犯人權，實不足取。
」顯係因偵查機關對偵查中個案之新聞處理不當導致修法。

另一方面，從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立法者亦意識到「刑事案件偵辦過程中，有關偵查之資訊若完全封鎖，則於澄清視聽、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秩序等社會公共利益，可能反有不利影響，爰修正增訂第3項…，藉以折衷調和
」。亦即，偵查機關基於「澄清視聽」、「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秩序」等社會公共利益之要求，得以揭露偵查中訊息。然而，立法機關僅提出三項事由作為公共利益之例示規定，實務如何運用較為妥適，尚有何例外情形，均值得加以探究。

二、「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之規定

（一）規範目的及修正經過

為使檢警調機關偵辦刑事案件時，慎重處理新聞，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不當之發言，兼顧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相關人士之隱私與名譽，且顧及媒體採訪之便利性，法務部早於1995年2月23日即以法（八四）檢決字第4279號函核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所頒之「新聞處理注意要點」，其後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通過修正時，立法院以附帶決議方式，要求法務部、內政部及國防部應督導偵查機關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嚴格規範媒體採訪地點，管制媒體進出辦案人員辦公室，及對違反規定者予以懲處等事項時，最高法院檢察署復修訂前開注意要點，於2002年7月18日發布之
。其後法務部曾於2005年8月17日以法檢字第0940029849號函頒修正本注意要點
，又於2008年3月20日再以法檢字第0970010324號函核定修正本注意要點
。

（二）設置新聞發言人制度

依據本注意要點第2點及第5點之規定，偵查機關應設置新聞發言人，於指定之採訪時間內，統一由發言人或其代理人於新聞發布室，發布偵查案件之相關新聞。又於偵查終結前發布新聞者，除媒體臨時採訪不及請示機關首長，發言人得依本要點規定發布新聞外，應經該機關或上級機關首長核定。然而，相對地，未擔任發言人者，對偵查中之案件，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亦不得私下透漏偵查內容予媒體，也不宜任意與辦案無關之人員談論或透漏與案情有關之訊息。

（三）偵查中不得公開及得以公開之事項

本注意要點第3點主要規範偵查中應保密之事項，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自首或自白及其內容；有關傳訊、通訊監察、拘提、羈押、搜索、扣押、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制出境、資金清查；以及尚未實施或應繼續實施之偵查方法等，均禁止揭露，主要考量因素在於是否會影響偵查行動。此外，亦禁止檢警調人員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不得公布蒐證之錄影、錄音。

而第4點第1項則列舉偵查終結前，得由發言人適度發布新聞之情形，計有：「（一）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者。（二）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者。（三）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之案件，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經調查與事實相符，且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四）偵辦之案件，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被害人、證人之供述及物證，足以認定行為人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者。（五）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者。（六）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以認定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面貌之圖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七）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為期早日查獲，宜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者。」等7種情事。此外，根據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發布新聞時對犯罪行為不宜作詳盡深刻之描述，亦不得加入個人評論。又除有應秘密之原因外，得公布查獲之贓證物，並得於實施防止指紋混同措施後，提供查扣物品予媒體拍照、攝影。

（五）檢討、督導及獎懲機制

依據本注意要點第6點至第8點規定，檢警調機關首長指定所屬人員組成新聞處理檢討小組，就該機關新聞發布妥適與否加以檢討，如認所報導與事實不符，應即時加以澄清，並對機關內擅自透漏或不依本要點規定發布新聞之人員，報請首長於一個月內處理之，並將處理結果陳報上級機關。另外，由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召集所屬二審檢察長組成「偵查中案件新聞督導小組」，該小組成員經由媒體報導，發現所屬檢警調機關於偵查中案件發布新聞有違反本要點時，即由召集人以電話或傳真方式請該管機關首長改正；各機關應即予調查，採取有效防止措施。如情節重大或屢誡不聽者，建請依法懲處，並將處理情形陳報法務部備查。再檢警調人員違反本要點規定，擅自透漏或發布新聞者，按情節輕重予以申誡記過或記大過之處分。如涉嫌洩漏偵查秘密者，應追究刑責。倘首長或相關監督人員，未切實督導所屬，一併追究督導不周之責。又檢警調人員知悉同仁提供不應公開之消息予媒體者，應向長官報告，如據以查獲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案例時，則予以獎勵。

三、違反規定之效果

（一）行政懲處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偵查中案件新聞督導小組」自2001年2月15日起至2005年1月14日止，對於所屬各檢察機關發布新聞違反上述要點規定，共發函或口頭糾正24件，報法務部懲處2件，分別為當事人記申誡1次及首長記警告1次。至於檢察機關辦案人員違反上開要點規定，遭檢察署自行糾正及報請懲處者，各年統計資料如下：2001年度9件，2002年度10件，2003年度6件，2004年度2件，2005年度2件
。不過，究竟上開案件糾正及懲處結果如何，於公開資料中不可得知。另自2001年8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發現警察機關發布新聞違反要點規定情形，檢附相關資料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處理者，共計91件。自2001年10月15日起，警察機關新聞處理不當部分改由刑事警察局自行監錄查處
。

（二）民事責任

倘偵查機關發布錯誤之訊息，縱使嗣後司法程序證實無此事者，當事人名譽已然受損。此時，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偵查人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當事人之隱私權或名譽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一定情形下公開偵查訊息，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者，亦構成民事責任。下述個案即為是例，可資警惕。

1999年7月間退伍軍人岑建業遭人殺害一案，台南縣警察局新營分局經由真正殺人犯方益裕供述，認為同僚黃鈞達等三人涉有嫌疑。警方不顧黃鈞達等人所提之不在場證明，拒絕對其等作有利事項之調查，即將其等移送憲兵隊，並製作案情摘要及移送書供記者影印與抄錄，乃致黃鈞達等人經陸軍第十軍團裁定羈押達39日。嗣後雖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惟黃鈞達等人認警方拒絕有利事項之調查，並擅自對媒體揭露偵查中事項，已造成當事人名譽損害，並造成公眾有罪之預斷，致遭羈押39日之久。因此，向台灣台南地方法院對台南縣警察局起訴請求國家賠償，獲勝訴判決。此為國內第一宗因警方違反偵查不公開，致使嫌疑人權益受損而聲請國家賠償獲得勝訴之案例
。

（三）刑事責任    

    按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3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可稽。而該條之行為客體係指洩漏或交付「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亦即國防秘密以外就國家政務或事務上之觀點應保守之秘密，不論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等應行保密之一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均屬於該條規範之範圍
。

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要求，倘某一偵查中之事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得以揭露之範圍，且不屬於國防秘密者，揆諸前開說明，即可能構成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而檢警調等偵查機關故意或過失揭露此種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結果，即該當刑法第132條第1項、第2項之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如：偵查中書記官將犯罪嫌疑人以外之筆錄抄給嫌疑人，即有本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1年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可參；又司法警察將地檢署要求臨檢遊樂場有無賭博一事，於通話中洩漏乙案，亦經台灣高等法院85年上易字第5297號判決認定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有本條之適用
。惟倘偵查中之事項涉及國防秘密者，偵查機關人員故意或過失揭露者，甚或構成刑法第109條第1項之洩漏交付國防秘密罪或第110條之公務員過失洩漏交付國防秘密罪。

肆、兩國法制之比較分析及相關修正建議

一、美國聯邦制度與我國法之比較分析

（1） 兩國規定相異部分

    1.新聞處理原則之適用範圍

    我國與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之最大差異性，莫過於陪審團制度之有無。由於美國審判係由平民組成之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因此，為免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不當之新聞發布，影響到有可能成為或已經成為陪審團民眾的判斷，而造成對被告不公平審判。因此，依據28 C.F.R. §50.2（b）（2）、（3）之規定，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對於刑事案件之新聞處理，自偵查開始至審理終結為止，均須注意訊息之揭露是否造成對被告不公平之審判。而相對地，我國刑事案件係由專業法官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作出判決，不易受到媒體之左右，致影響其對犯罪事實之判斷。因此，有關偵查不公開與偵查機關新聞處理議題限於偵查階段，至於審理階段不受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及「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之規範。

    2.起訴後公布訊息之限制

    正由於美國聯邦規則法所規範之新聞處理範圍，從偵查開始直到審理終結為止，因此，對於起訴後得以公布之訊息，仍有若干限制，以避免對被告產生預斷情形，導致不公平審判。相對地，我國於起訴後，對於公布訊息並無相同之限制規定。

    3.機關間相互協調新聞發布事宜

    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310、1-7.320、1-7.330、1-7.400、1-7.401點對司法部所屬機關間相互協調新聞發布之程序，及召開記者會之限制等事項，多所規定，惟我國此方面之規定闕如。縱使我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30條及第231條之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然而，現實上司法警察分別隸屬內政部警政署或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等行政機關，各機關為自己形象及利益計，通常自行發布新聞，非統一由檢察署為之。 

（二）兩國規定相似部分

    1.規範目的

    我國與美國相關法規暨其立法理由中，均清楚陳述刑事案件之新聞發布涉及多種不同利益衝突，在現行媒體充斥之社會中，如何妥適處理，即行重要，故試圖以法規對檢警調機關作一規範。至於應予權衡之事項及保護之利益，其實兩國具有很多共通性。如聯邦檢察官手冊中第1-7.110、1-7.111、1-7.112、1-7.401點所述考量：公眾知的權利，當事人獲得公平審判之權利，政府得以有效率執法之能力，保護相關人士之權益及安全（如：被害人、訴訟當事人、證人或關係人等），告知民眾被告已逃亡訊息以維民眾安全，告知民眾偵查機關已對重大案件展開積極作為以安撫民心，或請求民眾協助提供訊息等規定。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立法理由三中所例示澄清視聽、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秩序等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及「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1點所述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兼顧被告及相關人士之隱私與名譽等利益，本質相同。

    2.發言人制度之建立

    依據「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2點規定及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210、1-7.220點之規定，我國檢警調機關及美國司法部暨所屬各機關，均設置發言人制度，以統一機關之發言。避免個人不當發言，導致損害偵查不公開原則、當事人權益及機關形象。

    3.被告犯罪前科之揭露

    我國有關被告犯罪前科置於卷宗內，屬於偵查中之卷宗，依據「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3點（六）之規定，原則上不得揭露，不過，依據上開要點第4點（六）之規定，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以認定為犯罪嫌疑人，為諭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得發布犯罪嫌疑人之訊息資料，可能即會闡述被告之犯罪前科。此與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531點規定，原則上被告犯罪前科於偵查中不得揭露，例外在被告逃亡與引渡等個案中，為確認被告及其犯行之同一性，得以揭露被告犯罪前科之部分相關訊息相似。

    4.查獲之證物提供媒體拍照攝影

    「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4點第3項規定，原則上查獲之贓證物得於實施防止指紋混同措施後，提供與媒體拍照、攝影。而基本上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600點之規定，有關查獲證物提供媒體拍照攝影乙事，固可為之。不過，授權由檢察長或司法部副部長作一決定。亦即，對於此一方面，美國採取比較慎重之態度，非由司法部所屬其他機關人員自己逕行決定即可，必須由較高層級之主管決定。

    5.不得帶同媒體辦案

    依據「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3點第2項之規定，檢警調人員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不得公布蒐證之錄影、錄音。相同地，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600點亦規定不得教唆或請求媒體在搜索或逮捕之現場出現。不過，美國更行規定在行動中，媒體出現在現場經勸退無效時，在有其他選擇之情形下，應即取消該次行動。

（三）偵查中得以公開之訊息部分

    「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3點偵查中不得公開訊息採取11項例示規定及1項概括規定，而在第4點之規定中則列舉7項偵查中得以公開發布之事項。至於聯邦檢察官手冊則在第1-7.530點概括規定得以揭露訊息之二種情形，包含：對於已經公布或報導的事件，偵查機關得表明刻正進行偵查中，以重建社會大眾的信心；以及為保護社會大眾利益、福祉及安全之必要，對於正在進行之偵查行為得以確認或發表意見。至於部分重罪案件於大陪審團審核程序中（相當於我國偵查階段）所取得之資訊，倘屬於應秘密之事項，均不得揭露予媒體。倘不屬於應秘密之事項者，則可依據上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處理之。 

    推究兩國規範之方式，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採取較為概括之立法方式，而我國則採列舉方式，逐一列出得以揭露之訊息。不過，我國列舉規定是否與美國揭櫫二項例外情形相似，必須逐一審視，在此尚未可一概而論。再者，我國列舉規定是否均符合比例原則，則為下述第二部分（從「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4點規定探討我國偵查不公開之界限）分析之重點。

（四）違反規定效果部分

    我國檢警調機關未依「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規定而為新聞發布者，視情節負有行政或刑事責任。不過，美國除了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中對於大陪審團審核時所取得資訊之洩漏，有特別處罰規定外，對於一般偵查中洩漏或不依聯邦檢察官手冊規定而為之情形，則屬於司法部OPR單位調查及行政懲處之範圍。

    綜觀美國自1994年至2004年之OPR年度報告，其內例示違反偵查中新聞處理原則者不多，處罰亦不重，甚至部分個案因無法查證何人洩密而不了了之。至於法院方面針對大陪審團程序中洩漏相關訊息給媒體者，亦大多請司法部所屬機關先行拘束並進行調查，即不了了之。同樣地，自我國官方揭露之統計資料以觀，檢察機關因違反偵查不公開相關規定，經懲處者實在不多。又從自2001年8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發現警察機關發布新聞違反要點規定情形，並檢附相關資料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處理者，共計91件，由於觀察期間僅二個月，件數相對較多，顯見違規情形較為嚴重。不過，後續查處結果亦未可知，不清楚內部人員有無因懲處而獲得警惕。

二、從「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4點規定探討我國偵查不公開之界限

    檢警調機關屬於國家機關之一環，代表國家，相對於案件當事人或記者本身所提供之訊息，對一般民眾更具有信服力，因此，更應該依據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精神，在維護一定公共利益之基礎上，不妨礙偵查效能，並以儘量兼顧被告及相關人士權益為前提，審慎發言。倘偵查機關發布訊息之目的，僅在彰顯其等積極任事，顯不符合比例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亦即偵查機關可以藉由其他積極作為，如迅速正確終結偵查案件等，以達到此目的，無須在偵查中以發布新聞方式，以博取民眾之喝采或信賴。職是，「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4點第1項中所列7款偵查中得以公開發布新聞之事由，及第3項提供贓證物攝影、拍照（條文詳上述參、二、（三））等情，是否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要求，即有探究之必要。本文試從上述觀點分析該條規定，以茲釐清我國偵查不公開之界限。

（一）第4點第1項第1款部分

    本款針對現行犯或準現行犯等犯罪主體作一規範，不過，犯罪主體本身不代表犯行對社會損害較大，縱使無礙於偵查效能，亦不代表偵查中犯罪主體及相關人士之權益應行退讓。因此，即使第1項本文重申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等字語，仍應思考本款究竟要維護何種利益。而從本款規定中實無從得知其等犯行是否重大，對社會有何影響，以致須在偵查中公布訊息。況且，如本款所述犯罪事實已查證明確者，似乎可儘速起訴，而於起訴後，公開相關訊息即可，尚無在偵查中公開之必要。再者，本款亦可為後述第3款或第5款規定所吸收即可，故在保護利益未明下，似無獨立規範之必要。

（二）第4點第1項第2款部分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潛藏於社會群眾中，往往造成民眾不安及恐慌，人人自危。因此，此等人犯經緝獲歸案者，其訊息之釋放足以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秩序，是於必要情形下，有公開之利益。因此，本款之規定符合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例外得以公開之要求。

（三）第4點第1項第3款部分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之案件，公開訊息之目的，應係為重建民眾對社會治安及國家經濟之信心。至於被告有無自白與否，似乎與公開與否無必然關係。亦即，此種情形公開偵查訊息之重點，應在表明偵查機關已積極偵查中，以安定民心，而非已獲得被告之自白。況且，被告偵查中自白不代表具真實性，或者將來不會翻供，太過依賴自白之結果，反而有害偵查，甚至有可能導致發布錯誤之新聞。例如：新光集團吳如月女士住宅強盜案，士林分局逮捕四名少年犯，聲稱獲得其等自白並宣佈破案，但後來竟發現真正行為人另有其人
。再者，「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3點第1項第1款即要求檢警調人員對於被告是否自白及其內容基本上應加保密，而本款之規定方式，似與該規定之精神相違。綜上，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之案件，本文認適度為新聞發言，有助於安定民心及維護社會秩序，不過，發言之重點不應以被告之自白為重心，而應以偵查機關已積極偵辦此案件，及民眾應防範之事項，以避免犯罪損害之擴大。

（四）第4點第1項第4款部分

本款所欲彰顯的不論何種案件，亦不論被告是否自白，只要檢察官偵查證據之結果，已經足以認定被告涉嫌犯罪者，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認有必要時，得適度發布新聞。其實深究本款規定，除了多一個「對偵查已無妨礙」之要件外，本款規定其實只是在重複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之法律文字而已。然而，機關發言人通常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去發布對偵查有害之訊息。因此，去除此要件，本款所要保護之利益未明，相對地，留下發言人無限寬廣之發言空間。則本款有否規定之必要，似應再行考量。

（五）第4點第1項第5款至第7款部分

    觀諸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不論係告知民眾注意防範影響其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安全之事項，以及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發布犯罪嫌疑人之訊息資料，請民眾協助指認犯罪嫌疑人，或請民眾提供偵查線索及證物，以查明被告為何人，或懸賞緝捕逃亡中之被告，係為達到保護民眾安全及增進偵查效能之目的。與憲法第23條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或維護社會秩序等精神相符，亦與偵查不公開原則中維持偵查效率之目的不相違背，且相對民眾安全而言，重大社會治安案件中被告之權益，例外性作一適度之退讓，亦與比例原則之精神相符，故本3款之規定即具正當性。

（六）第4點第3項部分

自2008年3月20日增訂之第4點第3項規定以觀，除有應秘密之原因外，原則上均得公布查獲之贓證物，並在採取防範指紋混同措施後，得提供媒體拍照、攝影。而從其修正理由可知修正目的在於幫助政府宣誓查緝重要犯罪類型之決心或作為（例如：查緝走私毒品、偽鈔或賄選物品）
，而將現行實務上常見之新聞處理方式，如：將供賄選之用腳踏車或茶葉，或黑槍、毒品、病死豬等查扣物品，提供媒體拍照、攝影等情形
，予以明文化。雖然此舉不致造成將來法官有罪之預斷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思考，宣誓打擊犯罪重要目的在於預防犯罪，讓民眾知所警惕，並強化對社會秩序之信心。然達到上述預防犯罪之方式所在多有，是否要以偵查中公開被告犯罪查扣物品資訊為之，有無可能公開之結果，付出去更大之代價，例如：偵查機關稱某證物為某人賄選證據，而提供與媒體攝影，然事後經法院認定該人無罪，不僅偵查機關與被告之聲譽均同此受損，而民眾因對查扣物品之印象深刻，對此無罪判決不滿，形成法官與民眾無謂之對立，導致對整體司法之不信賴。

如同美國聯邦規則法中所述，保護刑事案件之當事人，以及讓大眾知道如何控制犯罪與政府之作為，兩種利益間求得平衡，須依賴機關新聞發布人員及媒體代表都有一個健全的判斷及運作。則我國有關贓證物品之提示，不應只注意到防止指紋混同措施而已，仍應注意到對被告名譽之維護，保留對人別身分有辨識性之資訊，縱使媒體從其他管道得知，新聞發言人應儘量強調被告於偵查中仍應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護，以兼顧被告之權益
。因此，本項僅有應秘密之原因，列為例外之事由，尚嫌空泛與不足。

三、其他修正建議

（一）由檢察機關溝通協調各機關統一發布新聞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又同一刑事案件倘由不同機關為相異內容之發言，除無法達到澄清視聽之功能，更行降低民眾對偵查機關共同之信賴。固然本文深知每個偵查機關有均其本位主義，及個別機關形象建立之必要。但偵查中刑事案件具有不公開之獨特性，於新聞處理上，每個機關實須盡力去除本位主義，以達追求國家及人民最大利益之目標。因此，建議仿照美國法制，於「新聞處理注意要點」增訂於偵查中由檢察機關負責溝通協調各機關，統一發布新聞。亦即警察或調查機關發言人於發布新聞前，應事先通知檢察機關，經檢察長指示下，統一由檢察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以記者會或發布新聞稿之方式為之，且發言內容亦應事先詳加審視有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至於，跨轄區合作偵辦之刑事案件，偵查機關間亦應相互協調，統一發布新聞。

（二）無罪推定原則之諭知，以減低對被告權利之損害並保持中立性

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要求司法部所屬機關於起訴時所為之新聞發布，均應加入起訴只是一種控訴行為，被告在審判程序證明有罪前，皆應推定無罪之陳述。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亦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茲為避免像吳如月女士住宅強盜案及台南縣退伍軍人岑建業遭殺害二案，被告遭誤認為犯罪行為人，造成名譽受損之情事再度發生，在無罪推定原則下，檢警調人員身為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自應依法保持中立。故建議在「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中增訂，於偵查中為新聞發布時，應同時說明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以降低對被告權利之損害。此舉就現實面而言，偵查機關亦可降低遭到請求國家賠償之可能性，被告與國家兩者間互蒙其利。甚且，民眾不斷接收此一無罪推定之訊息，較不會在偵查中就對被告產生預斷情事，減少將來法院判決有落差時，與法院間產生衝突情形，並且相信偵查機關確有落實刑事訴訟法上揭保持中立之要求，長此以往得以建立良好之司法信賴，真正成為法治國家。

（三）搜索現場出現媒體部分

我國常見媒體在重大案件搜索現場出現，並詳細觀察搜索人員究竟搜獲何物，此舉均嚴重危害後續之偵查行為。縱使媒體非因偵查機關人員洩密，而明瞭該次搜索行動及範圍，而係媒體本身守候多處有可能的搜索地點甚久，或經案件相關人士透露。惟在搜索現場出現媒體時，尤須檢警調機關在現場即時與媒體溝通，立即為新聞危機處理，阻止危害偵查行動之行為發生。並且長期與媒體建立良善溝通管道，適時教育媒體有關搜索行動保密之必要性。職是，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600點：倘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於行動時，發現新聞媒體出現在現場，而此舉將對該次行動或他人安全產生危害者，應先溝通請他們自願離開現場，如果媒體不願意離開的話，司法部所屬機關人員在還有其他選擇時，應即取消該次行動等規定，值得我國注意與效法，可於「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上作一具體規範。

（四）保密措施

    檢警調機關內部人員約制部分，是偵查中新聞處理最重要也是最難控制的部分。是有關加強保密措施部分，可參酌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e）（3）（B）條規定之精神，亦即於大陪審團審核程序中，檢察官須即時將協助執行職務人員之名單提供給法院，並確實告知該等人員相關保密義務規定。而建議我國於「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中增訂：涉及可能會發布新聞之重大案件，檢察署應逐案登記所有偵查機關之承辦及協辦人員，且逐一要求該等人員簽署保密書，在保密書內並應詳載違反保密義務之法律效果。希冀在此雙重約制之心理壓力下，能確實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

伍、結語

    國家機關必須守法，民眾始得以學習守法態度，而成為法治國家。在偵查中新聞處理事宜，在在考驗偵查機關有無遵守憲法上比例原則、刑事訴訟法上偵查不公開、無罪推定原則及公務員客觀義務等要求。基本上，檢察官、司法警察及調查官本身，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所代表的是國家，並非個人，自不得擅自為個人利益發言，應統一由機關發言為妥。職是，不論美國與我國均要求設置新聞發言人制度，以期妥善處理偵查得以公開事項之界限。惟縱使是新聞發言人，其發言仍應遵守上揭憲法及刑事訴訟法原則，基於保護民眾安全、安定民心等維護社會秩序之要求，在不妨礙偵查效能，並顧及被告及相關人士權益下，始得公開部分資訊。

    本文綜觀我國刑事訴訟法、「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與美國聯邦規則法、聯邦檢察官手冊及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等規定，認為兩國對於偵查不公開之要求，有相當多共通之處，可參酌美國規定，作為我國修正相關法規之基礎。其中在偵查得以公開之事項上，我國「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不若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僅列出兩項在偵查中得以公開之事項者，有較多之規定。不過，本文從憲法比例原則及偵查不公開所保護之利益逐一檢視之結果，認「新聞處理注意要點」部分規定，或保護利益不明，或尚嫌空泛，建議予以修正。此外，為提昇人民對檢警調機關及司法之信賴，避免機關間相異內容之發言，造成民眾之混亂，建議增訂由檢察機關溝通協調各機關統一發布新聞。又基於刑事訴訟法上無罪推定原則及對公務員客觀義務之要求，並保護被告之權益，避免民眾之預斷，造成與法院不必要之衝突，亦應於「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要求偵查中為新聞發布時，應同時說明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等字語。再者，就搜索現場出現媒體一事，為期偵查得以發揮功能，應有立即新聞處理之方式，建議仿照美國作一原則性之規定。此外，加強偵查保密措施部分，亦建議於「新聞處理注意要點」增訂對於可能會發布新聞之重大案件，檢察署應逐案登記所有偵查機關之承辦及協辦人員，且逐一要求該等人員簽署保密書，在保密書內並應詳載違反保密義務之法律效果。

綜上所述，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及美國聯邦規則法第50.2條規定可知，對於偵查不公開與新聞處理議題，在實然面上要求所有檢警調機關人員均能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甚難，否則，就不會上開立法之產生。不過，我們在應然面之法規上，仍然應求其周延。並且宜透過宣導，或對違反規定者適時處罰，以昭炯戒等方式，持續教育檢警調人員，期使真正落實偵查不公開精神，以保護國家及人民最大利益。
               第  三  篇

從「精神病學與法律」課程省思
精神衛生制度

從「精神病學與法律」課程省思精神衛生制度

              （本文業經刊載於日新司法年刊，2008年7月，第79至85頁）

壹、前言    

　　筆者於2008年1月間，在哈佛法學院冬季班旁聽美國著名精神科醫師暨司法精神鑑定專家Dr. Alan A. Stone所開之「精神病學與法律」（Psychiatry and the Law）一課中，從該教授逐一介紹各式精神病診斷標準，法院相關案例之討論，對精神病患之門診治療有無效果、病人隱私權界限與有無拒絕治療權利等爭議問題之探討，及所播放美國精神疾病相關議題之真實紀錄影片中，不斷碰觸精神病學與法律此一交接領域之重要議題。不禁反觀我國，或因此交接領域須具有跨學科之知識，或因精神疾病議題尚不為人重視，縱使精神疾病患者產生重大犯罪行為，人民對此議題之聚焦亦不長久。

然而，舉例而言，美國近來研究指出，年輕族群之躁鬱症患者已經呈40倍成長
。甚且，在美國監獄或看守所內矯正系統內有百分之十三至三十三之人犯患有嚴重之精神疾病。其中患有躁鬱症之人犯約占總人犯之百分之六，比起一般社會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患有躁鬱症來說，比率即為偏高
。而根據2007年12月11日中時電子報「三十萬青少年躁鬱症困擾終生」之報導指出，台灣目前有70萬個躁鬱症患者，與世界各國之比率相差無幾
。顯見精神疾病患者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之傾向，其中造成犯罪比率亦屬偏高，對社會影響不可謂不大。於是在保護精神疾病患者權利，及確保社會安全間，如何取得平衡，即值得予以重視。

是本文嘗試從課程上所討論之美國遊民、在監人犯中罹患精神疾病者之現況，與躁鬱症患者所產生之社會問題為出發點，比較兩國精神衛生制度。其次介紹美國對精神疾病患者所採之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制度及相關法院見解，續就我國96年7月4日公布，將於97年7月4日施行之新修正精神衛生法中，有關罹患嚴重精神疾病之人之緊急安置、強制鑑定及強制住院等程序，與現行法作一比較分析。最後，省思我國新精神衛生制度之若干疑義。希冀拋磚引玉，俾使更多人重視該項議題，以保護精神疾病患者法律上權利，並兼顧社會之最大利益。

貳、遊民問題

一、美國現況

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各州因精神衛生法律之修正及法院判決之影響，對精神疾病患者減少在機構內強制治療之處遇，導致在州立精神病院治療精神疾病者，從1955年約55萬9千人，持續降低，至2004年少於5萬人
。不過，卻增加了遊民新問題。亦即，近數十年來，越來越多精神疾病患者變成無家可歸之遊民，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之遊民是患有嚴重之精神疾病，其中絕大多數係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
。

Dr. Alan A. Stone教授亦指出，美國於50年前有75萬精神疾病病人在州立及郡立精神病院中，大部分非出於自願。然而，今日美國在一週內就有新的75萬名遊民出現在街道上，其中百分之35至50有嚴重精神疾病，他們可說是「自願」（voluntary）性當遊民。又目前美國300萬在監人犯中有50萬名有嚴重之精神疾病，導致目前看守所及醫院急診室幾乎成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之緊急精神疾病處理中心
。

Dr. Alan A. Stone於2008年1月7日前揭課堂中亦感慨指出，由於經費之不足，許多州立及郡立精神病院已經關閉，導致這些精神疾病患者從醫院走到街上，造成許多遊民問題。或許有些精神科醫師會告訴大眾精神疾病患者不具危險性，其實，正確地來說確實有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具有危險性，而這些精神疾病患者走上街頭之結果，只會產生更嚴重之社會問題。如果百分之九十五嚴重之精神疾病患者能夠像50年前待在醫院的話，就不會發生像現在一樣之狀況。

二、我國現況

    反觀我國，遊民或者在監人犯的精神狀況問題鮮少為文論及，或許可喜的是未如美國問題之嚴重，或者是我國精神醫學、社會或法律學等相關領域專家尚未對此議題感到興趣。不過，不可不知的是，我國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32條及33條第1項規定，不論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精神疾病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此醫療機構為適當處置後，應轉送至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至於民眾發現上開之人時，應即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另外，為利提供緊急處置，以維護民眾安全、財產安全，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消防機關設置特定之對外服務專線，得要求各電信事業配合提供來電自動顯示號碼或其所在地。

惟上開修正並未有罰則規定，倘能具體落實，醫院急診室或許將如美國一樣成為精神疾病患者之緊急處理中心，但如此似可減少遊民產生的多種社會及犯罪問題。

參、躁鬱症患者問題

一、美國現況

同前所述，美國年輕族群之躁鬱症患者已經呈40倍成長，更詳細來說，依據1994年、1995年間之統計資料，19歲以下之年輕人每10萬個年輕人約有25個患有躁鬱症。到了2002年、2003年時，已經變成每10萬個年輕人就有1003個人患有躁鬱症。此外，比較1996年及2004年間所做之統計資料，顯示5歲至13歲之兒童及青少年患有躁鬱症患者呈5點6倍成長，14歲至19歲之少年則呈4倍成長
。

    由於躁鬱症患者有興奮、衝動及較低判斷力等症狀，比較容易產生犯罪行為。根據對66位洛杉磯郡監獄中躁鬱症人犯所做之研究顯示，該66名在監躁鬱症人犯先前均曾經在洛杉磯郡之精神醫院住院治療過。百分之五十九在遭逮捕時，呈現嚴重精神疾病之情形。至於所犯之罪名具有多樣性，其中暴力犯罪較多，是財產犯罪或施用毒品犯罪之二倍。不過，只有三分之一先前犯過重罪，百分之四十二並無犯罪前科。百分之六十之人犯在逮捕前三個月內曾經接受過住院治療，大多是非自願性的，平均僅住院九天，通常在出院時之狀態仍呈現狂躁之情形。惟大多數的人犯在遭逮捕當時，並未持續接受精神治療中
。

    此研究之對照組為54位未曾入監過、惟精神病症嚴重已足以對之採取民事拘禁程序之躁鬱症患者。比起上開在監躁鬱患者，少有藥物濫用之情形（在監者有百分之七十五有藥物濫用情形，對照組僅有百分之二十有藥物濫用情形），且平均住院十八天治療躁鬱症，較在監者多出一倍，獲得較多之治療。因此，該研究建議在醫院接受短期治療之精神疾病患者，應配合門診持續治療。此外，針對大多數在逮捕不久即獲得緩刑之躁鬱症患者，法院應該附帶強制治療之命令。此研究結論，希望加州將每年花在逮捕精神疾病人犯、刑事追訴一直到入監服刑共計18億美元之經費，能挪出一部分用在治療及對精神疾病患者之照護上
。

    而筆者於2008年1月7日哈佛法學院「精神病學與法律」課程中所觀看之躁鬱症患者真實紀錄影片，主角Todd拒絕醫院之治療，在街上遊蕩，幾個月後，因犯輕罪經警逮捕，在獄中接受治療之結果，精神情況稍微改善，經假釋後，重回街上，不到數月，又犯輕罪，違反假釋規定，而重回監獄。則不禁思及躁鬱症患者不斷違犯輕罪，對社會大眾造成威脅，能否賦予其拒絕治療之權利。此外，應如何衡量其等精神狀態是否已經達到對自己或他人之危險性，而足以構成民事拘禁，亦有待深思。

二、我國之省思

我國躁鬱症患者自殺
或為殺人、傷害等犯罪行為之個案
亦非少見，其等引發之社會問題實值重視。然而，通常法院或檢察署僅關注被告為犯罪行為時，有無因精神疾病造成控制能力降低，而導致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等情形。對於尚未到達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精神疾病人犯，即不予重視。倘如同上開美國研究報告之建議，我國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或法院為緩刑時，能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6款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對於精神疾病患者「適時」予以精神治療之處遇措施者，或許可以阻斷部分精神疾病患者不斷再犯之情形。

不過，檢察官或法官為附帶精神治療命令之同時，對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某程度來說限制其等對身體決定之自由，究竟對其等所下之命令是一種適時照護或過度干預，衡量尺度究竟在何處，實需要更多精神醫學知識予以支持。而美國律師協會中身心障礙法委員會(The ABA’s Commission on 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y Law)，已經就精神疾病患者採取民事拘禁程序應具備之知識，發展出一系列從檢察官、律師及法官不同角度出發之教育資料
。相對地，我國法學養成教育及在職訓練中，顯然欠缺對此種精神醫學常識之教育。而現代繁忙社會，精神疾病患者逐漸增多之情形下，該學科應逐漸加以重視。縱使司法機關人員在精神疾病患者因犯罪行為踏入司法程序時，無法治療其等疾病，不過對其等多一些瞭解，在保障其等法律上之權利下，採取適度之命令或行動，或可減少不斷衍生之犯罪問題，對社會安全之維護而言，未嘗不是一種貢獻。

肆、強制住院治療問題

一、美國現況

   美國對精神疾病患者採取民事拘禁程序，亦即經過法院審理程序後，以決定是否送入精神病院，予以強制治療。至於民事拘禁之標準有：患有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對自己或他人具有立即的危險性(imminent danger)，且因精神疾病無法作決定或獲得食物及庇護之基本生存需求者
。至於對自己或他人危險性之判斷標準，在各州法律上或有不同，不過重點大多是觀察是否對他人之身體或生命產生危害，而非是否有自殺傾向
。

在J.B. O’Connor v.Kenneth Donaldson美國第一個由最高法院做出有關精神疾病民事拘禁之判決中，強調精神疾病患者如果無危險性且有能力生存，又無意願尋求幫助者，州政府將其強制治療，將違反憲法之人身自由權。至於監督該病患之精神科醫師明知或惡意剝奪患者之人身自由，始具有可責性，至於非明知或惡意者，即不具可責性
。Dr. Alan A. Stone在2008年1月8日上開課堂中請大家深思的是此判決所產生之效應，美國在此判決後，精神科醫師為免責難，在病患不願意接受治療時，已儘量避免強制治療。不過，這對精神病患來說是福嗎？還是禍呢？

二、我國現況

（一）新修正與現行精神衛生法之比較

我國新修正精神衛生法就嚴重精神疾病病人之強制住院治療制度，有一重大變革。以下乃從緊急安置規定、強制住院可決機關、強制住院期限及法院審查機制等事項，就新舊法之規定，作一比較分析。

1.緊急安置規定

     依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之嚴重精神疾病病人（依該法第3條第3款、第4款之規定，指罹患精神疾病之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嚴重精神疾病病人卻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2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至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1位專科醫師實施。此外，依同法第42條第1項之規定，緊急安置期間，不得逾5日，並應注意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急安置之日起2日內完成。經強制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於前開5日期間內取得審查會之強制住院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安置。

   反觀現行第21條第2項嚴重精神疾病病人不接受全日住院治療時，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鑑定，以全日住院方式為之者，其住院鑑定期間，以7日為限等規定。新修正精神衛生法多出緊急安置之法律依據，惟強制鑑定之期限僅2日，顯較現行法為短。此外，有關強制鑑定之醫師復有資格之限制，須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為之，不若現行法只須二位以上之專科醫師鑑定即可。
2.強制住院可決機關

依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經強制鑑定結果，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且經詢問嚴重精神疾病病人之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向行政院衛生署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且此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送達嚴重精神疾病病人及其保護人。至於此審查會依據新法第15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其成員應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又審查會召開審查會議，得通知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說明，或主動派員訪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另外，依據同法第42條第2項之規定：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60日。但經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

綜上規定，新修正精神衛生法乃由多位專家組成之審查會作出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是否強制住院及延長住院期間之決定，此一新法固然比現行精神衛生法第21條第2項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鑑定，經書面證明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即得強制嚴重病人住院之規定，較為周延。不過，是否能確保精神疾病患者之法律上權利，仍有如下述（二）有關新修正精神衛生法之若干疑義中，有否法官保留原則適用之問題。

3.強制住院期間

 依據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2條第2項之規定，嚴重精神疾病病人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60日，其延長期間，每次以60日為限。又倘強制住院期間，其病情改善而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理出院。此外，強制住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制住院之必要者，亦同。
至於現行法第23條則規定，其等強制住院間以30日為限，其後每隔6個月，依法定程序重新評估是否延長住院期間。職是，新修正精神衛生法有關強制住院期間固然比現行法多出一倍，不過，延長期間每次以60日為限，較現行法每6個月始評估一次，相對減少4個月。就精神疾病患者之人權保障而言，新法顯較周延。

4.法院審查機制

    依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或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起抗告。惟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及抗告期間，對嚴重精神疾病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於上開聲請及抗告期間，法院認有保障其等利益之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於緊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又依同條第5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置進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發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並得基於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最佳利益之考量，準用前開第3項規定，亦即得向法院聲請對其等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綜上所述，有關法院審查之機制，均是現行法所無之規定，將行政機關之強制住院決定，多一層司法審查程序，更足以保障嚴重精神疾病病人之權利。

（二）有關新修正精神衛生法之若干疑義

1.強制住院可決機關之問題

精神衛生法之精神疾病患者強制住院治療，與刑法監護處分性質有相似之處。如受監護處分者，其病情嚴重，而須強制接受住院治療者，則實質上與精神衛生法所欲處理之精神疾病患者情形，並無不同。只是前者由行政院衛生署所設置之審查會決定，後者由法院裁判，嗣由檢察署視情形送精神醫療機構執行，二者來源不同而已。

由於強制住院治療與監護處分不論受治療者或受處分者之意願，當強制其住院接受治療時，均涉及人身自由權之實質剝奪。惟刑法監護處分依據刑法第87條之規定，乃由法官裁判之。反之，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之強制住院，則由行政機關所設立之審查會決定之，理論上此種決定係為一種行政處分性質。則以行政處分剝奪人身自由，恐有違反憲法第8條法官保留原則之精神。本文認應仿美國法制，由法院決定有關人身自由之事項，不可由行政機關即行決定之。

2.強制住院不定期限之問題

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之規定，對犯有刑事犯罪行為之精神疾病患者，所科處之監護處分有一定期限，最長只有5年。但依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2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不一定犯有犯罪行為之精神疾病患者強制住院最長60日，得延長之，每次均為60日，並無延長次數及期間之限制。理論上，有可能無限期延長下去，強制住院終身。則此種期限上之差異，是否有違憲法之比例原則，亦值得深思。

3.法院審查程序如何落實

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42條第3項至第5項向法院聲明不服、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裁定及抗告等規定，均係針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緊急安置及衛生署審查會之強制住院等行政處分而來。理論上，對行政處分之不服，應先經由訴願，再由高等行政法院裁判之。惟新法之設計，顯未經訴願程序，直接進入法院審判程序，究竟本處所指之法院係指何種法院？此種案件應由何法院管轄？又具體程序規定為何，係採取書面審理或言詞審理程序，應否再送其他鑑定單位鑑定等，此種程序規定均恐須配套修正相關訴訟法規，始可具體落實。

縱使本文認由行政機關作出強制住院與否之決定，有違憲法對人身自由權之保障。不過，在未再次修法前，對上開疑義，仍希冀新修正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或相關法規能有所規範。

伍、結語

    精神疾病患者是社會弱勢的一群，除非引發出犯罪問題，如傷害、殺害他人或攜全家自殺時，始有微弱之報導，鮮少人關心與注意。不過，在此繁忙、失業率極高之現代工業社會，精神疾病患者恐已經有增無減，均有可能成為犯罪之一群，社會之隱憂。現在若不先試圖嘗試瞭解及照護精神疾病患者，將來遇到相關議題時，又怎麼知道何種處置才是真正有助於精神疾病患者，並且得以保護社會安全。

    美國有關精神病學及法律之發展已有相當多年之歷史，累積不少經驗，有關精神病患之民事拘禁裁判亦逐漸累積，站在預防犯罪之角度立場上來看，在在均值得我國精神學界及法律學界加以研究，瞭解箇中問題，並避免重蹈覆轍。甚且警察、檢察官、律師及法官等司法機關人員亦亟須加強精神醫學知識之教育，始得在面臨精神疾病犯罪行為人時多一分瞭解，以作出正確之行動及決定，保障其等人權。

至於我國新修正精神衛生法規定，強制住院之決定機關為行政機關而非法院，本文認違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權及法官保留原則。又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有可能終身遭強制住院，相對於刑法監護處分設有期限之規定，亦恐有違憲法比例原則之虞。另外，法院審查程序之落實，應須配套修法之。是故上開議題均亟待法界人士予以重視，進一步加以檢視，讓我國精神衛生制度更臻完備，而能同時保障精神疾病患者之權利及社會安全，謀求患者與社會之最大福祉。

第  四  篇

2008年1月美國死刑制度現況

2008年1月美國死刑制度現況

壹、美國死刑執行情形

一、死刑執行數

美國自1976年最高法院恢復死刑執行以來，目前有38個州及聯邦刑法設有死刑之規定。自1977年至2007年底，共有超過1000人經執行死刑。於1977年只有1人遭執行死刑，不過，到了1999年達到顛峰，共有98位執行死刑，幾乎平均每週執行2人死刑。然而，往後幾年比率下降，2000年85人，2001年66人，2002年71人，2003年65人，2004年59人，2005年60人，2006年53人，2007年42人。於去（2007）年共有10州執行死刑，28位白人14位黑人，均為男性，其中41人遭注射毒液，1人經電擊執行死刑
。

二、在監未執行死刑犯情形

自1995年以後至2006止，在監未執行之死刑犯人數均超過3000人，1995年3064人，1996年3242人，1997年3328人，1998年3465人，1999年3540人，2000年3601人，2001年3577人，2002年3562人，2003年3377人，2004年3320人，2005年3245人，2006年有3228人，目前有逐年下降之趨勢
。

再者，根據2006年統計資料在監死刑犯共有1802人是白人、1352人是黑人、28人為印地安人、35人是亞洲人、11位不知其種族。其中僅有54位是女性。又死刑犯有將近三分之二先前曾犯過重罪，十二分之一先前曾犯過殺人罪。且被逮獲年齡平均28歲，其中九分之一被逮獲時不到19歲。另外，在監人犯中，曾被執行死刑最年輕者是20歲，最老者為91歲
。

三、死刑判決比率

美國近年來判決死刑之比率也逐年下降，1997年137人，1996年317人，2005年只有125人
。

貳、民意調查

    死刑案件所需花費甚為昂貴，自1982年至1997年間，美國預估花在死刑案件中約1億6千萬美金
。且根據印第安那刑法研究委員會於2002年之報告指出，死刑案件比其他同類型但未判處死刑案件花費多出百分之三十八
。

    縱使死刑案件花費甚多，但是當民意調查稱「你支持對犯謀殺罪的人處以死刑嗎？」，獲得大多數美國人民支持。又於1966年民意調查顯示，民眾支持死刑比率僅有百分之四十二，到1994年時已達到百分之八十。2000年雖降到百分之六十六，往後支持死刑比率大約維持在三分之二。然而，當民意調查詢及在死刑及無假釋之無期徒刑二擇一時，美國人對這兩個議題之支持率則各佔一半
。

參、法律規定

一、多數州之死刑制度

美國有12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無死刑規定，其他大多數州僅有非常少數的死刑規定，5個有死刑規定的州已經不執行死刑。加州雖然在監死刑犯居全國之冠（約650人），但是從1977年以來，僅執行過13人。相對地，佛羅里達、密蘇里、奧克拉荷馬、德州及維吉尼亞等5州從1977年起到2006年為止，執行死刑人數約占全國三分之二，光是德州就占全國三分之一
。

    現在越來越多州開始欲廢除死刑或延緩死刑之執行。例如： New Hampshire州於2000年廢除死刑；堪薩斯州最高法院於2004年認為死刑違反聯邦憲法；紐約州最高法院於2004年也認為死刑違反該州憲法，雖然有議員想要恢復該州死刑制度，但是不成功；紐澤西州則自2004年來暫緩執行死刑。另外，還有2州從2000年以來也暫緩執行死刑，還有12州議員提出暫緩執行死刑或廢除死刑之法案。縱使未暫緩執行死刑之州，為避免無辜人民遭到死刑執行，也希望改革死刑制度而非廢除死刑，因此，設計檢驗死刑案件之程序。例如：維吉尼亞州引進審查犯罪實驗室錯誤之機制，德州設置一委員會以DNA及其他鑑識科學技術，檢驗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完備等
。

二、麻薩諸塞州之死刑制度

相對前面廢除死刑之趨勢，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 State，以下簡稱麻州）本來自1947年以來就已廢除死刑或從未執行任何死刑犯的一州
，但是麻州Mitt Romney州長欲恢復死刑，於2003年9月23日組成麻州州長死刑諮詢委員會（the Massachusetts Governor's Council on Capital Punishment），其內十一個成員包含教授、前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及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等
。

該委員會於2005年向州長提出報告（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Governor's Council on Capital Punishment），並在報告中提供以下十項建議，該委員會認為如果完全採用它們，可以為麻州創造出公平死刑法規，而此法規符合最少修正、絕對可靠且從人性出發等要求： 1、嚴格限縮得判處死刑的謀殺行為。2、在可能判處死刑之案件中，適當控制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3、在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應確保被告可獲得高品質的辯護制度。4、創造一新審判程序，避免同一陪審團因審理兩階段死刑案件所衍生的問題。5、在以人證定死刑犯罪名時，法官應對陪審團為特別之指示。6、應有科學之證據得以證明被告犯罪。7、提高舉證標準，以提昇陪審團決定之正確性。8、對於證物之蒐集、分析與呈現，以科學之方法進行審查、鑑定。9、事實審法院及上訴審法院應對撤銷錯誤之死刑判決有廣大的權限。10、創設一個死刑審查委員會審查有關實體錯誤的申訴案件，並研究錯誤之原因
。麻州州長即基於上述報告向議會提出法案，惟不獲議員之支持，於2005年11月終告失敗
，仍然維持廢除死刑。

    由於美國各州均有刑法典，除由各州之州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外，有橫跨數州之犯罪或部分重罪者，美國國會另行制訂聯邦刑法典，該等犯罪由聯邦司法系統管轄，而聯邦法院在各州均設有地區法院，至第二審為聯邦上訴法院，第三審為最高法院，此合先敘明。在麻州比較弔詭的事，州法院管轄的案件已經無死刑制度，不過，麻州聯邦地區法院所管轄屬於聯邦刑法的案件，則依據聯邦刑法之規定，尚有死刑。

於2001年夏天，麻州波士頓市發生24歲Darryl Green及18歲Branen Morris謀殺對方幫派之人乙案，本殺人案固然發生在波士頓市內，不過，依照聯邦刑法之規定，應由聯邦法院管轄，亦即由聯邦麻州地區法院所管轄，而2年後即2003年時，聯邦法院麻州地區聯邦檢察官起訴謀殺罪，並經檢察總長John Ashocroft認可，求處死刑。此事波士市頓Suffolk地檢署檢察長Daniel F. Conley得知後，表示不滿，並發表新聞稿聲明：他個人認為死刑無法遏阻城市內之殺人案件，亦非適當之處罰，他將以個人名義請求檢察總長撤回對此二名被告求處死刑
。

綜上所述，美國不同州，甚且不同法律系統間，如聯邦法律體系與州法律體系間，有關死刑議題仍方興未艾，不論是法律人（如麻州地檢署檢察長與聯邦檢察總長），或政治人物（如麻州州長與議員），均尚難達成共識。

肆、美國有關死刑議題之最新發展—代結語

美國最高法院於2007年10月30日做出延緩肯塔基州Baze v. Rees一案死刑執行之決定，該案一直要等到今年1月間再行開會討論，最遲到今年六月底，才知道應否執行死刑。由於該案之結論可能會碰觸到死刑是否屬於殘酷之刑罰，而有違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之議題。因此，所有肯塔基洲下級法院均等待本案之結論。相對地，帶來的衝擊是在等候最高法院最終決定之這段時間，所有死刑犯均暫緩執行
。

哈佛法學院2007年10月31日新聞稿中亦指出：此次全面暫緩死刑執行可促進美國民眾廣泛性之討論，大家或許可思考活在沒有死刑之環境中，天空並不會塌下來，並如同大多數歐洲國家之經驗，在全面廢除死刑之前，有一段過渡延緩執行死刑之期間般，將有助於美國大眾對死刑之未來有更深入之討論
。

反觀我國自94年12月以來，迄今已逾2年未執行死刑，雖不論死刑犯或死刑判決均不如美國眾多，不過，法務部作為死刑政策之研擬機關，仍承受不同正反兩方面意見之壓力。在此2年多以來，確實有達到如同哈佛法學院上述新聞所指出，促進民眾再三省思本議題之功能。因此，我國或可以上述美國各州之作法做為借鏡，並且期待美國最高法院今年度之有關Baze v. Rees乙案之最新判決結論，以供我國死刑政策之參考，將來並透過廣泛討論以凝聚共識。

第  五  篇

美國聯邦財產扣押前置作業制度
之介紹
美國聯邦財產扣押前置作業制度之介紹

壹、前言

    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Criminal Division）下設有財產沒收及洗錢科(Asset Forfeiture and Money Laundering Section)，製有財產沒收手冊
（Asset Forfeiture Policy Manual），提供財產沒收執行之參考。

    本手冊其內共有十二章及十個附錄，第一章扣押或禁止命令（Seizure/Restraint）、第二章行政及司法沒收(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Forfeiture)、第三章和解(Settlements)、第四章第三人之利益(Third Party Interests)、第五章沒收財產之使用與處理(Use and Disposition of Seizure and Forfeited Property)、第六章公平分配(Equitable Sharing)、第七章財產沒收基金(Assets Forfeiture Fund)、第八章律師費用(Attorney’s Fees)、第九章大陪審團(Grand Jury)、第十章國際財產沒收(International forfeiture)、第十一章指定財產受託人或監管人(Appointment of Trustees and Monitors)、第十二章訴訟爭點(Litigation Issues)。

    本手冊對財產沒收相關議題規範及蒐集資料詳盡，本文擬僅就該手冊第一章財產扣押前置作業部分，予以介紹之，供作我國實務執行扣押時之參考。

貳、財產扣押前置作業守則

一、守則制定機關

    美國司法部為了避免扣押財產後發生管理或處理上之困難，制定「扣押財產前置作業守則」（Guidelines for Preseizure/Restraint Planning）。該守則主要針對聯邦檢察署等執行機關對於可能會產生重大金融爭議（如：公司企業或不動產之扣押）或維護與處理上困難之財產（如：動物或飛機等物品之扣押），於扣押前應如何擬定實施計畫，提供相關規範
。

二、負責及執行扣押財產之機關

有關刑事財產扣押之實際執行機關為司法部聯邦法警服務部門（U.S. Marshals Service）轄下之財產沒收辦公室（Asset Forfeiture Office），聯邦地檢署內均有設置該辦公室分部。不過，仍是由聯邦檢察官負責邀集該案件之偵查員、財產沒收辦公室人員，召開前置作業會議。倘扣押財產於其他地檢署轄區者，尚須通知其他地檢署轄區之財產沒收辦公室，請該辦公室派員參加會議
。

參、財產扣押前置作業討論事項    

    倘聯邦檢察官認為某財產必須沒收者，立即通知財產末收辦公室，其中對於：（1）有人居住之不動產或空的土地，(2)商業用途之不動產，(3)可能產生儲存困難的大量物品，（4）可能會產生問題的物品（如：動物、化學物品、藥品、有價值之藝術品及古董等），（5）在外國的財產等五大類財產，雙方必須溝通並擬定好策略，以資執行
。

    再者，財產扣押之前置作業主要討論什麼（What）財產將要被扣押，如何(How)及何時(When)扣押，最重要的是要考慮是該財產應否(Whether)被扣押。以下詳細說明各項考慮之重點
：

一、什麼財產將被扣押

應決定財產扣押的範圍，舉例來說：房子被扣押時，是否其內物品一併扣押？公司被扣押時，是否該公司所在之建築物亦被扣押？公司被扣押時，其內部財產及銀行帳戶是否也被扣押？原則上，相關財產所有權者的利益歸屬應該盡可能先行確認之。

二、該財產應否被扣押

    本議題應考量下述幾點：財產扣押時無價值或價值很低時，應否仍須扣押？又該財產於一段時間以後，會不會貶值，導致淨值為負值？再者，執行機關對於該次扣押有何利益？是否以禁止或保護命令即為已足，不須扣押之？與會者的小心規劃是否可以降低損失？該財產扣押後需否法警或檢察署部門提供相關資源或監督、照顧？

三、該財產應如何扣押及何時扣押

    考慮應否立即扣押該財產，或者以禁止命令已足夠保護政府的利益。甚且，偵查部門及法警部門人員均應對私人財產之扣押種類或程度，充分討論及溝通，獲取必要資訊，確保執行之合法性，並釐清扣押後之責任。

四、預期將面臨管理或處理上之困難暨解決方案

    應討論扣押財產後可能會產生的保管或處理問題，在偵查階段中應儘速解決之。

五、該次財產扣押行動是否會被公開

    倘該次財產扣押行動預期會被公開，或與大眾利益相關者，應先行諮詢新聞發言人之意見，並考量如何處理負面新聞。

肆、財產扣押前置作業調查表及財產鑑價單

一、扣押財產之價值門檻

    上開守則對於聯邦財產沒收行動之發動，設有財產最低價值之門檻，例如：有人居住之不動產淨值至少超過二萬美金，車輛超過五千美金，航空器超過一萬美金等，以確保案件之品質及加速案件之進行。同時設置此門檻乃係試圖鼓勵州政府或當地政府執法機關，自行依照州法律為財產沒收行動
。

二、前置作業調查表

    聯邦法警部門財產沒收辦公室已編纂出財產扣押前置作業多項調查表格，於上開手冊附錄B中均有收錄。該調查表格包含：(1)扣押財產前置作業總表，以及分就扣押財產之種類，另有（2）不動產及其價值調查表、(3)企業調查表、(4)交通工具及其價值調查表、（5）個人動產及其價值調查表（指得是個人收藏品、家俱等物品）。

    在總表中主要填載該案件各單位之負責人及其聯絡方式，所轄及相關連法院或檢察署，案件種類（民事或刑事）、起訴時間、被告姓名及有無逃亡，案件類型（毒品、洗錢、RICO或其他犯罪）、扣押財產種類（不動產、企業、個人財產、車輛、飛機或其他）等，大多為勾選表格。

     至於各財產之調查表內有相當多之問題，舉例而言，不動產調查表部分包含：1.不動產種類：扣押財產為公寓、空的土地、獨棟房屋、商業大樓或其他，該不動產地址、所有權人姓名、電話及住址。2.安全性考量：有無小孩、寵物、圍牆、警報器等，3.不動產之狀態：何時建造、有無受污染、有無照片及狀態是否良好等。4.特殊因素應予考量者：有十五種勾選選項，如：是否為古蹟、有無游泳池、實驗室、建築瑕疵、是否為不完整建築物或存放危險化學物質等。5.不動產內所包含之物品：該項物品應否被扣押、如果不須要扣押者，是否有安排移除或銷毀等。6.居住狀態。7.價值（如果有足夠資訊，須另行填載不動產價值調查表）。8.緊接之訊息：檢察署有無安排發佈新聞，下次會議時、地等。

    藉由填載前開調查表所列項目，逐一審視扣押財產之價值，降低不利扣押（liability seizure）之情形，亦即扣押之財產價值低於扣押行動之成本。此外，上開表格只是最基本之要求，個別辦公室尚可視個案情形予以補充。

三、財產鑑價單

    如果扣押財產將來要沒收的話，就必須先行估算價值。執法單位須扣除該財產上所存在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之數額，並扣除保管或處置該財產所產生之費用。如果部分權利未獲當事人妥協或同意無法獲知者，仍須於扣押後進行財產價值之分析。在極少數的個案中，倘扣押財產前無法進行前置作業者，偵查機關必須先行保管扣押之財產，直到聯邦法警部門做完財產評估為止。聯邦法警部門於接受請求後，五個工作天內應完成財產調查表之填載。如果該財產經評估後無價值者，聯邦檢察官可選擇取消該次沒收，或者持續其他財產之沒收
。

四、企業扣押部分

    對於經營中之企業（包含公司、合夥或獨資經營企業社等）予以扣押問題比較複雜，可能會導致損害或引發其他責任，因此，聯邦檢察署於扣押或沒收企業，或對企業下禁止命令前，須先諮詢司法部財產沒收及洗錢科之意見。不過，通常司法部財產沒收及洗錢科與聯邦法警部門均會建議在保護政府利益之最小範圍內，先行發禁止命令。只有當其他方式均考慮過且無用時，始可進行扣押企業及將扣押之企業予以關閉之行動。例如：某些企業實際上從事非法活動，或對大眾健康或安全持續危害者，始可考慮在財產予以沒收前，關閉已經遭扣押之企業。

    縱使沒有扣押企業本身，但是扣押企業帳戶、必備器材及執照等，均有可能導致經營中之企業倒閉，如果將來政府無法將扣得之財產予以沒收的話，就會產生如何回復扣押時原狀，返還所有人等問題。 因此，對器材部分多以禁止命令之方式，要求予以監督或定期報告，應已可確保該財產將來之沒收，而不須事實上持有這些設備。至於執照部分，聯邦檢察署在附條件要求企業合作之前提下，亦可讓被告或所有權人繼續享有執照。

    評估企業是否要扣押時，應該考量下述問題：企業所在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土地所有權人為何人？企業之現金流向？帳戶資金流向？該企業有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有無可能因扣押產生賠償責任？企業是否現在配合某項義務中？有無沒收以外之方式亦有效者？雇用企業監督管理人之費用多少？企業將來如何處理？須費時多久？等。司法部財產沒收及洗錢科與聯邦法警部門財產沒收辦公室在聯邦檢察署或其他機關之要求下，可成立「企業評估及扣押小組」（business evaluation and seizure team），幫助作企業之評估。

伍、其他執行事項

一、法警部門應處理事務

通常在偵查階段，由法警部門財產沒收辦公室人員負責出面溝通運輸、存放或鑑價等問題，始得以在執行扣押之日，得以相互配合（例如：在同一天需要拖吊五十輛汽車到某一個定點）。不過，事涉偵查秘密，未獲得檢察署許可，不得將任何訊息洩漏給任何配合執行之人。再者，由於執行扣押人員需要對可能扣押的財產有無經設定抵押權、質權等權利進行瞭解，或找尋適當處所以保管扣押之動物，或與配合執行的廠商進行溝通，或者對於可能扣押之公司詳細審閱相關文件。所以，本守則要求檢察署應視扣押物品種類，於相當期日前，通知執行人員先行規劃及處理，例如：扣押動物者，需要在一個月前通知
。

二、扣押財產通報程序

    大部分聯邦檢察署可以從聯合財產追蹤系統（Consolidated Asset Tracking System，簡稱CATS）資料庫，獲得轄區中司法部所屬機關所為扣押財產之報告。至於非司法部所屬機關扣押財產後，除聯邦檢察署認無必要外，亦應於25日內，將扣押財產影本檢送轄區聯邦檢察署
。

陸、結語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規定：「（第一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第二項）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交付」。又依據我國刑法第38條之規定：「（第一項）下列之物沒收之：一、違禁物。二、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三、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第三項）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職是，我國刑事扣押之客體僅限於供作證據之用或得沒收之物，而得沒收之物，復依據刑法第38條之規定，有種類及所有權上之限制。

    我國在金融或貪污犯罪上固然希冀透過財產沒收方式，追償其犯罪所得，讓其犯罪無利益可圖。然而，實務上應如何落實，如何合法扣押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物，在搜索及扣押前，勢必對於犯罪所得之物亦即應扣押物品須作要件上分析及評估，究竟該物品是否屬於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或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所有權人為何，現為何人持有或保管中。甚至在部分社會矚目之案件中，處理扣押物品前，可參酌美國財產扣押前置作業之部分作法，如：執行機關間先行溝通扣押物品項目及執行行動時間，討論如何適當處理後續管理或存放問題，儘可能先行調查其所有權歸屬與持有狀態，並且對於扣押物品可能產生之爭議，包括如何為適切之新聞發佈等事項，事先作詳細之規劃，以降低執行後產生之糾紛。

                   第  六  篇

美國司法部參訪心得

壹、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之參訪心得／76

貳、美國司法部FBI偵辦貪污犯罪之參訪心得／86

參、美國司法部FBI偵辦金融犯罪之參訪心得／94

肆、美國司法部偵辦智慧財產權犯罪及電腦犯罪之參訪心得／99

伍、美國司法部刑事司法互助之參訪心得／105
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之參訪心得及建議

壹、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於知慶檢察官於97年2月19日下午2點10分至3點20分，在美國司法部國際司法合作部檢察官Kyle Latimer之帶領下，參訪司法部所屬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聯邦法警服務部），該部門專門負責被告緝逃業務，及所有法庭之法警服務。

在該部門中除了與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s Branch（國際偵查部） 之Senior Inspector（資深督察） Thomas Tebbetts會談有關國際緝逃事務外，另外，就審判前羈押與釋放之事項，同時在此處與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維吉尼亞東部聯邦地區法院）的Supervisory United States Probation Officer（督察緩刑監護官）Joanne E. Marden及Senior U.S. Probation Officer（資深緩刑監護官） Christopher S. Mangione及其等助理共八人，舉行Q＆A會談，並由其等所提供之書面資料，更加深入瞭解其等工作性質及流程。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主題包含：法院審判前羈押與釋放被告之情形、被告服刑前經法院裁定釋放時，U.S.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s System（聯邦緩刑監護及審判前服務部門）之監督事項、電子監控措施，以及國際緝逃事務等。

貳、會議討論議題

一、法院審判前羈押與釋放被告之情形

根據緩刑監護官所提供之統計資料顯示，於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全國94個聯邦地區法院審理不包含非法入境之案件，共計69,775人，於審判前諭知被告羈押之比率為百分之52.2（36,454人），釋放為百分之47.8（33,321人）。倘包含非法入境之案件，共計88,338人，於審判前諭知被告羈押之比率為百分之61.8(54,631人)，釋放為百分之38.2(33,707人)。

二、聯邦緩刑及審前服務部門（U.S.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s System）

美國國會於1925年通過The Federal Probation Act建立美國聯邦法院緩刑監護系統(Probation System)，授權法院派任緩刑監護官，執行被告緩刑及相關監護事項。至於審判前服務系統（Pretrial services）已有五十年歷史，不過，於1982年才立法通過The Pretrial Services Act ，全國均應設立並執行審判前服務事項。 

在全國94個聯邦地區法院中，共有93個聯邦緩刑監護及審判前服務辦公室（U.S.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s offices）位於該聯邦地區法院中，其中關島聯邦地區法院辦公室同時服務North Mariana Island聯邦地區法院之轄區。部分聯邦地區法院緩刑監護及審判前服務分為二個辦公室，部分聯邦地區法院則聯合成一個辦公室。以下先行介紹U.S. Pretrial Services System，再行介紹U.S. Probation System：

（一）聯邦審前服務系統（U.S. Pretrial Services System）

1、主要工作項目

 U.S. Pretrial Services Officer(聯邦審前服務官)在聯邦刑事訴訟程序之開端扮演重要的角色，通常是被告遭逮捕以後第一位遇到的法院代表。聯邦審前服務官主要工作有二，第一，調查（investigation）被告以提供羈押與否之建議報告，給法院參考。第二，監督(supervision)審判前經釋放之被告。

聯邦審前服務官依然受被告無罪推定原則之拘束，不過有些個案中，如果不羈押被告的話，有可能被告會逃亡，會危害社會或特定個人（如：證人或被害人），所以必須要小心平衡被告及社會安全之利益後，作出建議報告。此外，聯邦審前服務官除須與聯邦法官一同工作外，有時亦需與聯邦檢察官、辯護人、州立執法單位人員或處遇機關互相聯繫。因此，其等所提供之服務，除有利於法院外，對社會及被告均有利。

2、調查被告之程序

一般被告遭逮捕後，警察即行知會聯邦審前服務官，該官員於法院羈押聽審程序前，即著手進行調查被告之工作。通常警察均會告知被告之相關訊息，並陳述逮捕被告時之狀況。

此外，聯邦審前服務官會與被告訪談，瞭解被告之生活狀態、工作或社會支援。在訪談被告前，已先行瞭解被告前科，如果可能的話，也與聯邦檢察官聯絡，得知被告被訴之罪名，以及詢問檢察官對於釋放或羈押被告之意見。

至於訪談被告之地點，有可能在聯邦法警辦公室、逮捕被告之執法機關辦公室、看守所，或在聯邦審前服務官之辦公室內。

在訪談過程中，聯邦審前服務官儘可能與被告單獨談話，並保持客觀，解釋所獲知之訊息僅提供給法院作羈押與否之參考，不討論案情或被告是否有罪等事項，亦不提供法律諮詢或建議選任哪一個辯護人。

在訪談後，審前服務官必須確認從被告處所獲知訊息之正確性，一方面，從被告家人或相關人處得知背景資訊，另一方面，則從雇主處得知雇用情形，以及從執行機關獲得前科資料，並自金融機構獲取銀行或信用卡交易記錄。

不過，調查工作不見得都是順利的，有時候聯邦審前服務官必須等到逮捕機關或法警認為已經可以讓他們接觸被告時，或等待翻譯人員到場，或者等待訪談室有空位，才可以進行訪談工作。甚至，有時候被告選任辯護人正好在與被告溝通，或者告訴被告不要回答聯邦審前服務官所詢問之問題，均會阻礙調查工作。另外，被告給予錯誤之訊息，或者可以印證被告所說訊息的人不在，因此，對於確認訊息之正確與否均會產生影響。以上，總總阻礙對於聯邦審前服務官在法院開羈押庭前能夠即時提出一份建議報告，都是一大挑戰。

3、調查報告內容

    聯邦審前服務官基於調查過程所發現之事實，據以製作報告，協助法院作出釋放被告與否之決定。這份報告主要陳述兩個基本問題：被告釋放出去以後是否會製造麻煩？還會不會回到法院接受審判？亦即，聯邦審前服務官只考慮兩個重要因素就是「危害性」（danger）以及「不會出庭」(nonappearance)。例如，被告本次犯行性質及毒品濫用之歷史，對「危害性」及「不會出庭」兩種因素均具重要性。而先前逮捕及犯罪紀錄，以及有無暴力犯罪之前科等，則在考量被告是否具有「危害性」。此外，被告入出境紀錄、與家庭及社區之關係，則係被告會不會出庭之考量重點。

    聯邦審前服務官視個案情形，作出各項不同之建議。倘沒有證據顯示被告具有危害性及不會出庭者，則聯邦審前服務官將建議法院只要被告承諾不會危害社會及將會如期出庭者，即可予以釋放。如果有危險因素存在的話，該官員就會建議法院羈押被告或有條件釋放被告。其中釋放被告之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在釋放期間不得再犯罪。至於其他條件則視被告情況而定。如：禁止持有武器、與被害人聯繫或施用毒品及飲用酒類，限制被告之行動自由，不得與犯罪網絡聯繫，要求被告找工作或繼續工作，要求被告接受教育或訓練，或者將護照交出來。此外，如果被告有可能不會出庭者，則要求被告或他的家庭提出擔保品，當被告逃匿時，法院即將之沒收。

4、監督被告

    聯邦審前服務官必須在社區中監控被告，以確保法院所提出之釋放條件被告均有確實遵守。此項監督行為必須持續到被告經判決無罪，或者開始服刑，或經撤回起訴為止。

當聯邦審前服務官收到監督被告之案件時，將審視被告之相關訊息，評估潛在風險，以及影響被告遵守法院命令各項因素後，選擇適當監督策略及計畫，在被告狀況有所改變時，該項策略及計畫亦會隨之更動。

一般而言，聯邦審前服務官之監督責任有四：一、監控被告確實遵守法院附條件之釋放命令。二、風險管理。三、提供法院命令之必要協助，例如：毒品治療等。四、當被告違反釋放條件時，通知法院及聯邦檢察官。

通常之監督方式包含：一、直接接觸或以電話聯絡被告、家人、雇主或處遇機構人員。二、在聯邦審前服務辦公室，或被告家中、工作地點，與被告會面。三、幫助被告尋找工作，以及尋求醫療、法律、社會之協助。不過，有時在監控特殊個案，如：毒癮、酒癮治療或在家監禁之被告時，則需要特別之技巧及專業。

倘釋放之條件已經不再需要者，聯邦審前服務官就會建議法院撤銷該項條件。如果被告違反法院命令者，則通知法院及聯邦檢察官，並視案件需要，建議法院召開聽審會（conduct a hearing）以決定是否修正被告之釋放條件，甚至撤銷被告交保之命令，核發拘票，將被告羈押。

5、審前轉向計畫（Pretrial Diversion）

聯邦檢察官選擇部分被告無犯罪之慣性，且可能配合完成監督計畫者，即將之轉介到聯邦審前服務官處，由聯邦審前服務官實施監督計畫，取代直接起訴。而聯邦審前服務官接到轉介通知後，會先調查被告後，作出贊成或反對此項轉介工作，以及被告應受監督之期間或應附何種條件等建議。此外，此轉介計畫必須經由被告同意，被告亦可選擇由檢察官直接起訴、接受審判。如果被告同意後，則受聯邦審前服務官之監督，如成功完成監控計畫後，聯邦檢察官即不予起訴，甚至取消被告遭逮捕之紀錄。

（二）聯邦緩刑監護系統（U.S. Probation System）

1、主要工作項目

    聯邦緩刑監護官在聯邦刑事訴訟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提供法院兩種服務：調查(investigate)及監督(supervise)經法院諭知附條件緩刑或假釋，或監督下釋放之罪犯（offenders）。替法院發現事實，並控制罪犯對社會所產生之危險，提供罪犯矯正治療，並確保罪犯不再犯罪。

聯邦緩刑監護官除與聯邦法官一同工作外，必須與聯邦檢察官、辯護人、聯邦監獄、聯邦假釋委員會人員、州立或當地執法機關、處遇機構人員及社區領導者等接觸。

2、調查罪犯

    聯邦緩刑監護官於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後，在法院科刑程序前，基於法官之命令，負責調查以蒐集並確認關於罪犯及其犯行之重要資訊。該官員蒐集資訊方式有二，其一為訪談，另外，則為審視相關文件。

聯邦緩刑監護官最主要的調查工作就是訪談罪犯，在訪談中詢問罪犯有關家庭、教育、工作狀態、金融資訊、身體或精神健康狀態，以及有無濫用酒類或毒品。此外，也必須到罪犯家中訪視，評估罪犯之生活情況、與家庭成員之關係、社區聯繫情形，以及偵測在家中有無酒類或毒品。有時也訪談辯護人、檢察官、執法機關人員、被害人、罪犯家人或朋友、雇主、學校職員、醫師及諮商師等，以獲取中肯之訊息。同時得以審視各式各樣之報告及紀錄，例如：法院紀錄、金融紀錄、犯罪前科摘要、出生、結婚、離婚、學校、工作雇用、服兵役、醫療、諮商或治療等各樣紀錄。

此後，聯邦緩刑監護官根據上開所獲取之種種訊息，加以評估，並組織後，客觀地作出報告，此報告名稱為科刑前報告（presentence report）。

3、調查報告

    上開科刑前報告內所含之訊息，包括：罪犯及其犯行、該犯行對被害人之影響、在聯邦量刑標準表下刑度之選擇、罪犯支付罰金及賠償之能力等。聯邦緩刑監護官根據法律及聯邦量刑標準表，建議科刑之刑度或種類，以資提供法院作出適切之量刑，該刑責可達到處罰罪犯、遏阻犯罪，及矯正之目的。

    該項報告對於科刑程序非常重要，所以必須要精確區分正確或不正確之資訊。而且該報告不僅僅幫助法院科刑外，同時亦提供其他機構重要訊息。例如，可幫助聯邦監獄部門選擇適合該名罪犯之監獄，及建立該名罪犯的矯正與釋放計畫。另外，同時可幫助聯邦量刑委員會監測「聯邦量刑標準表」之適用情形，亦有助於指派適當之聯邦緩刑監護官以監督罪犯。

    法院如果決定附條件緩刑者，通常會下二種命令。一種屬於是強制性的條件（mandatory conditions），適用所有的罪犯，亦即不得再犯罪，並要求向聯邦緩刑監護官報到，禁止使用酒類或毒品。另一種是屬於自由裁量的條件（discretionary conditions），對於某些特殊個案附以額外之制裁方式及處遇，以避免其危害自己、他人或社會，例如：要求罪犯某段時間在家監禁、強制毒品測試或毒癮治療，或者要求罪犯揭露其經濟資訊。

4、監督罪犯

    當緩刑監護官開始監督罪犯時，必須完整對罪犯解釋法院所附加的條件，以及違反之效果，罪犯也會接到寫清楚各項附加條件的文件。其實，緩刑監護官不僅對於聯邦法院有條件釋放之人犯予以監督，此外，對於聯邦假釋委員會以及軍事單位有條件釋放之罪犯均得以監督。

緩刑監護官接到個案後，首先應評估罪犯之危險性，確認以後監督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接著擬定監督計畫，在此計畫中陳述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倘評估罪犯具危險性者，則會影響往後與罪犯直接接觸的次數。在監督罪犯中，緩刑監護官最應重視的是社會大眾的安全，所以採用下述方式予以監控：確認罪犯工作情況、收入來源、監控相關社會網絡、限制其等旅行、要求其等接受處遇措施等。至於處遇措施對於控制風險相當重要，可以幫助罪犯改變行為模式，如：毒癮、酒癮及精神治療、教育或職能訓練、醫療照護或工作協助等。因此，緩刑監護官重要的工作在於幫忙找尋社會資源，以提供罪犯之各項需要。

在監督過程中，緩刑監護官會階段性評估罪犯之反應，適時更改監督計畫。必要之情形下，要求法院調整所附之條件，更改成在家監禁等，以降低風險。如果罪犯無法配合監督事項，輕則撤銷附條件之緩刑，重則構成新的犯罪行為。

緩刑監護官依其特殊經驗及技能，或者接受個別訓練，負責特殊個案之監督或調查事項，例如：毒癮、酒癮或精神治療之處遇專家，在家監禁、社區服務專家，或者熟悉量刑標準表、金融調查、武器之專家等。

（二）電子監控措施

    聯邦審前服務官或緩刑監護官對於大多數在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之個案，實施電子監控措施。據與會之緩刑監護官表示，在家監禁之電子監控措施每日之花費僅三至九美元，比在監羈押被告每日所花費一百美元少很多。甚且電子監控措施並不限制僅對性罪犯而已，各類型之犯罪，倘有需要者，均可。至於實施電子監控措施而逃匿者，幾乎微乎其微，就其經驗每年頂多二至五人。

（三）國際緝逃事務

    罪犯如果逃匿者，一般法官即會簽發逮捕令，由聯邦法警部門負責查緝逃犯。倘在美國境內者，均會與當地執法機關聯絡，並互相合作緝捕。

    倘罪犯逃匿海外者，則視該國有無引渡等規定而定，難易程度不一，不過，據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s Branch（國際偵查部） 之Senior Inspector（資深督察） Thomas Tebbetts自陳其經驗而言，不論有無引渡條約，大多數國家均很配合，所以，美國國際緝逃業務甚堪順利。

參、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有罪羈押制度之配套措施

    在今年二月四日中國時報大幅報導除法務部外，其他機關或學界反對有罪羈押制度之提案，認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世界潮流。其實，美國不論審前羈押或判決有罪後之羈押所考量的主要兩點均是被告對社會之危害性（部分聯邦上訴巡迴法院之見解包含對金融之危害）及逃亡之可能性，而不是無罪推定原則。雖然聯邦刑事訴訟法典中規定，陪審團認定有罪後，原則上應予羈押，不過，當中亦設計可能釋放之要件，如：有清楚及明確證據顯示被告不可能逃亡或對社會產生危害者，或有可能重新審判等。倘符合其要件者，並非毫無例外，全部羈押。

再者，雖然有罪不代表一定對社會有危害性或會逃亡，不過，犯重罪時，筆者認相對對社會危害及逃亡之機率即高些，自然應列為重要考量因素。則原則上應予羈押，例外有條件釋放，似較符合人性，對社會安全亦較有保障。所以，原則與例外應予以區分。甚且，如果嚴格來說，因無罪推定原則，不顧被告之危害性及逃亡可能性，均不可羈押被告，則不論預防性羈押或一般性羈押均不可能存在，更是違反世界潮流。

    然而，思及目前我國反對之聲浪，姑不論是否正確，惟為加重法院對社會安全應負之責任，似乎可以採取上述美國有關聯邦審前服務系統，對於服刑前之被告，由法院內之專責人員為客觀公正之調查，以評估被告應否羈押，對法院提出公正之建議。並且於法院有條件釋放或交保被告以後，負責監控被告有無遵守法院命令，有無逃亡之虞。當遇到被告有可能逃亡時，應適時反應給法院，更改為羈押，以確保審判之持續進行。如此一來，將來自不會落入無法執行之窘境，可讓國家刑事訴訟功能予以發揮。

    再者，上述貳之二之（一）之5審前轉向計畫所述，聯邦檢察官可將被告轉給審前服務官予以監控，其實類似我國緩起訴處分制度，現在實務上，部分緩起訴所附之條件即由檢察署觀護人予以協助監督之。因此，我國如果於法院系統中設置上開專責人員時，亦無庸過份擔心，檢察署觀護體系已有相當之經驗，可以傳承給法院之系統，接力分擔整體國家刑事訴訟體系之重責大任。

二、電子監控儀器

    由於電子監控措施目前我國僅適用性罪犯上，屬於剛開始起步之狀況，尚難評估花費。倘如同美國普遍實施電子監控後，每日僅花費三至九美元，相對監禁被告每日花費一百美元，似乎亦是有罪羈押制度可以考慮替代方案之一。職是，在我國財政不是很寬裕之現在，有關刑事訴訟所採各項措施之花費，應列入刑事政策選擇之重要考量因素。

甚且，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第十章被告之羈押章之規定，應與時俱進，於釋放被告時，有多種附條件之選項，讓法官得以彈性之決定，更具人性化。不應僅停留在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三種選擇階段而已。如此一來，法官得以視個案情形定適當條件者，縱使釋放被告，在法院專責人員監督，以及採用電子監控儀器等配套措施下，應較不會引發院檢之衝突。

三、我國國際緝逃事務

    由於我國政治處境，國際緝逃業務多受阻礙，不像美國較為順暢，自不待言。縱或如此，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統一由司法部下之聯邦法警部門負責所有緝逃業務之作法，實值得參考。

因此，建議在此種業務之推展上，我國亦應設置專責機構，由專責人員正式或非正式持續接觸國際相關緝逃權責單位，建立友好關係，以資減低國際緝逃事務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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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於知慶檢察官於97年2月20日上午10點至11點，在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國際事務辦公室檢察官Kyle D. Latimer及聯邦調查局國際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資深調查員（Supervisory Special Agent）Mark S. Jimerson之共同帶領下，參訪司法部所屬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邦調查局）。就查緝貪污犯罪之事務，與聯邦調查局貪污犯罪處(Public Corruption Unit)資深調查員Deven Williams座談一小時，自其演講及提供之書面與統計資料中，瞭解該部門之工作流程，並於Q＆A的互動討論中，更加深入瞭解其等實務作法，及與聯邦檢察官之關係。

擬先就貪污犯罪FBI之查緝情形敘述如下，最後提出參訪心得與相關建議，期能提供我國偵查貪污犯罪之參考。

貳、貪污犯罪之查緝情形

一、貪污犯罪之定義

貪污行為主要係指公務員濫用公部門資源，違反刑事法令之行為，如：賄賂、詐欺、勒索、侵占公款、利益衝突、偏袒親友、影響販賣價格、促進犯罪活動（如：毒品交易、洗錢、賭博或賣淫等）。

二、主要查緝方向

FBI貪污犯罪處主要查緝重點為司法部門（Judicial）、執法部門(Law Enforcement)及行政部門(Executive)等三大部門之貪污犯罪。

司法部門之查緝對象，包含法官、檢察官、法院職員等，例如：收受賄賂予以不起訴、減少或降低起訴罪名之檢察官。執法部門方面，主要查緝某些執法者於收受罪犯之金錢後，而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者。例如：收受保護費（protection money）之警察。

行政部門方面，主要查緝對象，主要針對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內閣、州長及其職員、市長、副市長及其職員。例如：2005年7月份偵辦美國國會議員Cunningham，起訴罪名包括共犯賄賂、郵件及電話詐欺、逃漏稅等。具體犯罪行為包含：該名國會議員於2003年11月以167萬5千美金賣出其房子，買方從未搬入，並立即放入房屋市場出售，於261天之後以市價97萬五千美金賣出，買方其實是變相行賄行為。又該名國會議員於國會中參加撥款之立法委員會，利用買賣程序，購得一間價值2百55萬美金之豪宅。

三、調查階段及方法

（一）初步調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審慎檢視不明確或不完整之訊息，如訪查、調閱犯罪前科及其他資料，接觸相關資源等，限制在180天內完成初步調查行動，將其調查結果報告該小組組長，再經由該處處長決定是否繼續調查，進入下一個階段。

    初步調查階段禁止使用監聽或打開郵件等偵查手段，不過，可以使用臥底偵查，以及經同意下之錄音或錄影。

（二）全面調查（Full Field Investigation）

    全面調查之階段雖沒有時間之限制，不過需要努力掌握時效，得使用所有偵查手段，包含：在某人同意下，在其身上放接收器以配合偵查機關為進一步之偵查行為，另外，可為臥底偵查及監聽行為。

    在進入全面調查後，要不停地詢問這是犯罪嗎？是否已經掌握事實，充分瞭解事實了嗎？從掌握到的事實是否已經構成犯罪？（此時可諮詢聯邦檢察官）以及蒐集到的事證是否足以定罪？並且不論其種族、黨派、性別及宗教，均一視同仁對待。

（三）偵查技巧（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聯邦調查局調查員查緝貪污犯罪所採取之偵查技巧，包含：1、與層級較低之被告合作，以打擊較高層級被告。2、檢視FBI本身所建立之索引及檔案。3、分析公開資訊。4、分析獲得之政府檔案。5、物理或照相監測。6、訪談告訴人、密告者、機密來源處、潛在的偵查對象。7、聲請搜索票搜索。8、請求大陪審團發傳票傳喚證人作證。9、分析金融資訊及金錢流向。10、監聽。11、經同意下之監視，如：裝上定位器。12、調閱電視台錄影帶。13、臥底偵查。14、調閱通聯紀錄。15、向郵局調閱郵件或其紀錄，查閱信件出處或去處。16、一般監視、實地觀察等。不過，由於貪污犯罪具有隱密性，因此FBI調查員認為最有效獲取證據的方法是監聽（以電子方式記錄會話）或錄影帶。

四、統計資料

2002年起訴628人，經有罪判決者584人，有罪率約百分之九十三；2003年偵查1677人，起訴656人，經有罪判決者526人，有罪率約百分之八十；2004年偵查1854人，起訴785人，經有罪判決者595人，有罪率約百分之七十五點八；2005年偵查2118人，起訴890人，經有罪判決者759人，有罪率約百分之八十五點三；2006年偵查2233人，起訴868人，經有罪判決者748人，有罪率約百分之八十六點二；2007年偵查2435人，起訴1100人，經有罪判決者900人，有罪率約百分之八十一點八。故整體而言，定罪率約八成多。

此外，負責貪污犯罪之調查員人數：2003年有421人、2004年434人、2005年528人、2006年618人、2007年642人，自從2003年以來，已經增加了221名調查官。不過，根據聯邦資深調查官所提供之2007年國際透明組織國家貪腐印象指數（200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CPI），2001年美國第16名，到了2007年降到第20名。

五、Q＆A討論議題

    就貪污犯罪議題，如何查緝被告犯罪所得（尤其是被告在國外之資產部分），及偵辦此類犯罪時，與聯邦檢察官之互動關係為何，另外，如何面對媒體及其他壓力等議題，就教予該名調查員，茲分述如下：

（一）犯罪所得之查緝及分析

依據法律規定，聯邦調查員只要持有法院之搜索令，任何場所均得搜索之。亦即不須經由國會或該行政機關首長之同意，亦得搜索之，較具實效。

而貪污被告之資產經由搜索及扣押，或調閱相關金融帳戶，取得相關犯罪所得之資訊後，即交由聯邦調查局內金融犯罪處之調查員及其團隊（主要有會計人員，又該團隊處理各類型犯罪，涉及財務分析事務者，不限於貪污犯罪或金融犯罪所得），深入分析貪污犯罪所得及其流向，並製作流程圖交由貪污犯罪處，繼續深入追查。不過，該名聯邦調查員亦表示有時候查扣被告犯罪所得，也需要一些運氣。

因此，總和來說，貪污犯罪處之調查員就像在外衝鋒陷陣、蒐集資訊之人員，而金融犯罪處內有一特別團隊，專門以電腦作各式財務分析，建構不法所得之流程，並挑出其中具有證據力之證據，提供給貪污犯罪偵查團隊，作為將來檢察官起訴犯罪之證據。至於被告不明財產來源與本次犯罪之關連性，仍需經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因此，此重責大任仍須靠財務分析之團隊為之。

有關國外資產部分之查扣，則必須透過司法部國際司法合作部門之協助，透過司法互助途徑，查扣相關犯罪所得或調閱相關金融資料。

（二）與聯邦檢察官關係

    處理貪污犯罪議題，認定被告是否構成犯罪，具有困難性，需要法律上之諮詢。因此，該名聯邦調查員通常於案件一開始時即與聯邦檢察官合作，不論，初步調查或全面調查階段，任何之調查作為均會通知聯邦檢察官，以利聯邦檢察官掌握案件之進度、證據及將來之出庭辯論，提高起訴後之定罪率。而且查緝困難之貪污案件，該處通常指派四至五名調查員組成一小組，並由檢察長指定之檢察官參與該小組之調查行動。

據該名聯邦調查員之個人經驗而言，其小組同仁與聯邦檢察官互動均良好。不過其亦強調貪污犯罪是否聯邦檢察官一開始即介入，視該處不同小組而定，亦視不同聯邦檢察官而定。

    至於如上述貪污犯罪定罪率約八成左右，主要是因為聯邦檢察官對此種案件認為百分之百有罪，才會起訴，進入審判，所以，有很多調查之案件，證據較不充足者，未進入審判中。

（三）新聞及壓力之處理

由於FBI對於全國貪污案件具有管轄權，通常是處理重大的貪污案件，因此，經常面對媒體及其他各種壓力，其等即依循美國司法部發佈之「聯邦檢察官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中，第1-7.000章「與媒體之關係」（Media Relations）裡面之行政規定，（參見筆者先前所發表之「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有關刑事案件新聞發佈原則之介紹」一文）對於媒體所詢問的問題，由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嚴格禁止聯邦調查員單獨對外發言。

參、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查扣貪污犯罪所得

    我國不論處理貪污犯罪或金融犯罪，其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證明被告犯罪所得暨其流向，並將其不法所得查扣之，以資賠償及懲儆。惟究竟要如何建構被告犯罪金錢網絡，及製作資金流向圖表，除了需要有堅強及敏銳之偵查團隊，適時蒐集資訊外，對於不具有金融背景之檢察官而言，縱使經由金融犯罪研修初級班或進階班受訓，獲得相當程度之金融財務分析知識，惟礙於時間、精力，自不可能自己親力而為，從成千上萬筆金融資訊中，釐清當中之流向。況且，尚有多種偵查手段及作為，需要檢察官發動及審視，以茲完成犯罪之蒐證工作。

    因此，貪污犯罪所得之查扣實需要一群有經驗強力團隊，不斷分析財務，提供資訊，以資提供檢察官下一步偵查作為之參考，或作為將來舉證之證據。縱使目前我國有財經組檢察事務官，具有財經背景，惟其等端賴各地檢署之運用，發揮效用不一。至先前高檢署雖有支援地檢署之金融小組，結合檢察官及各金融機構之人員共計數名，惟其等至地檢署閱卷及相關證物若干天後，僅提出些許建議，並未實際作出資金流向，對於實際辦案之檢察官而言，尚非充足可運用之資源。有時在犯罪所得無法證明關連性下，無法起訴，縱使起訴，貪污犯罪之定罪率亦難予以提高。

至於目前最高檢之特偵組是否運用金融方面之檢察事務官及其他各機關資源得宜，仍值得予以關注。惟就一般地檢署調查貪污或金融犯罪之檢察官而言，仍需要一個有經驗之堅強財務分析團隊，適時參與偵查作為，即時分析，作出資金流程圖，而非事後審視案卷提供若干建議。因此，FBI於金融犯罪處下設置財務分析團隊，運用於該局偵辦各項需要分析財務流向之犯罪的作法，值得予以參考。

我國倘於高檢署或最高檢設置相關財務分析團隊，結合會計人員，專責處理全國性需要財務分析、追查資金去向之案件者，統合運用，適時參與偵查中案件，即時作出報告及流程圖，才可以確實達到查扣被告犯罪所得，嚴懲被告，賠償被害人，及提高貪污犯罪或金融犯罪定罪率之目標。

二、貪污犯罪定罪率之提昇

    我國貪污犯罪定罪率一直以來不是很高，為人詬病。癥結點除貪污所得難以證明外，法律構成要件之認定困難，及偵查團隊蒐證手段有限，均有極限之處。

    貪污所得證明部分，筆者已提供建議建立財金分析團隊如上，而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已於民國90年修正，重點是事實如何適用法律，檢察官仍需累積經驗、研閱判例，加以訓練，否則適用法律部分，尚顯分歧，在起訴與認定有罪之標準不同下，自難提高定罪率。

    偵查團隊部分，從美國FBI所給予之2007年統計資料顯示，FBI調查員共有642人，偵查2435人，姑不論有時團隊辦案，一案即動用4至5調查員，平均一人一年調查案件約4件，則辦案相對而言，有較充裕之人力，辦案品質相對提昇，且由檢察官一開始即介入案件，提供法律諮詢意見，較不會有法律上之錯誤。

    我國大地檢署固有黑金小組，惟其等可運用人力資源部分，視不同地檢署而定，有些地檢署可結合轄區之機關協助，有些則培養檢察事務官團隊，此種團隊辦案部分均值參酌。惟採證部分，如何能更提昇蒐證技巧，達到舉證之責任，則需不斷檢討。而美國臥底偵查之實施，實值得予以重視。起碼在法制化後，臥底偵查之結果具有證據上能力，所採得之證據較為直接，有助於證明貪污犯罪或組織犯罪等難以證明的犯罪之成立。是我國臥底偵查法之立法，應加以重視。

三、偵查不公開事項

    我國每次遇到重大案件，總是檢警調互為指責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有洩漏重大內部訊息予新聞媒體之虞，究其根源，均未確實做到新聞發言人制度。其實我國檢察機關已有規範，只是尚有若干個案，未確實落實。甚且，橫向與警察與調查機關聯繫部分，也曾召集會議研商原則，惟似乎不見得拘束到下級機關，總是出現問題時，又要反覆緊急開會研商。

在新聞發言人制度部分，美國司法部規定之上開行政規則，司法部所屬單位均受拘束，FBI也嚴格禁止任何單位或個人擅自發言。這方面部分，詢及FBI調查員，他們均瞭解該項規定，並知道新聞發言流程。因此，我們不僅應受訓各機關之新聞發言人如何適切發言，更應教育、訓練檢察、警察及調查機關相關偵查不公開及新聞發言人制度之規定暨違反之效果，禁止個人之發言，督促確實落實，達到偵查不公開，以確保案件蒐證完整，及起訴定罪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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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於知慶檢察官於97年2月20日上午11點至12點，在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國際事務辦公室檢察官Kyle D. Latimer及聯邦調查局國際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資深調查員（Supervisory Special Agent）Mark S. Jimerson之共同帶領下，參訪司法部所屬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邦調查局）。針對查緝金融犯罪，與聯邦調查局金融犯罪處（Financial Crimes Section）資深調查員Jack H. Liao座談一小時，從其演說及書面資料中，初步認識聯邦調查局查緝金融犯罪之組織，並於Q＆A之討論中，瞭解其等追緝犯罪所得之實務作法。

    擬就FBI查緝金融犯罪之組織及查緝情形敘述如後，再提出參訪心得與相關建議，期能提供我國偵查金融犯罪之參考。

貳、金融犯罪之查緝情形

一、組織架構及工作重點

    金融犯罪處主要分成三科：金融犯罪第一科（Economic Crimes Unit Ⅰ）、金融犯罪第二科（Economic Crimes Unit Ⅱ）、健康詐欺科（Health Care Fraud Unit）。

該處五項重點工作為：1、公司及安全詐欺（Corporate & Securities Fraud）。2、健康詐欺(Health Care Fraud)。3、金融機構詐欺（Financial Institution Fraud）。4、保險詐欺（Insurance Fraud）。5、防制洗錢政策（Money Laundering Policy）。

金融犯罪第一科主要負責：公司詐欺、安全詐欺、保險詐欺、大眾市場詐欺（Mass Marketing Fraud）、郵件及電話詐欺(Wire & Mail Fraud)等事項之查緝工作。

金融犯罪第二科主要負責：抵押借款詐欺（Mortgage Fraud）、金融機構詐欺、防制洗錢政策、財產查扣計畫（Asset Forfeiture Program）。財產查扣計畫主要是訓練全國之調查員如何查扣、計算及搜索被告資產，且藉由實務執行交換經驗，提出相關政策，對檢察官手則提供修正建議。

健康詐欺科主要負責所有類型有關健康方面之詐欺，包含：醫療系統、私人保險公司及網路藥局等部分之詐欺事件。

二、Q＆A討論議題

（一）財產查扣計畫（Asset Forfeiture Program）

FBI金融犯罪處第二科工作項目之一財產查扣計畫主要是訓練全國調查員如何查扣、計算及搜索被告資產，且藉由實務執行交換經驗，提出有效查扣財產之政策，以資提供檢察官手則修正建議。

（二）如何追查被告財產

FBI金融犯罪處處理全國各式金融犯罪，經由調查員搜索及扣押，或調閱金融帳戶，取得相關犯罪所得之資訊後，即交由內部包含會計人員之團隊，作財務分析事務，製作犯罪所得及其流向之流程圖，再交由處理該案件之調查員繼續深入追查。

該名聯邦調查員表示以前查扣資料非常多，多為紙本，找出其中證據較為辛苦，而現在多為電子化，紙本紀錄較少，甚至可以叫被告提供電子紀錄，方便得多。

甚且，該團隊不僅提供給自己處內調查員分析財務流程，也幫助FBI其他犯罪調查部門分析案件之財務資訊。因此，總和來說，各處均有調查員在外衝鋒陷陣、蒐集資訊之人員，而金融犯罪處內有一特別團隊，專門以電腦作各式財務分析，建構不法所得之流程，並挑出其中具有證據力之證據，提供給貪污犯罪偵查團隊，作為將來檢察官起訴犯罪之證據。至於被告不明財產來源與本次犯罪之關連性，仍需經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並未轉嫁給被告，因此，此重責大任則靠財務分析之團隊協助。

國外資產部分之查扣，視國家而定，必須透過司法部國際司法合作部門之協助，透過司法互助途徑，查扣相關犯罪所得或調閱相關金融資料，有時需要提起相關民事訴訟，以確保資產不被移轉。

（三）如何計算被告犯罪所得

    至於如何計算被告犯罪所得，則視不同個案而定。有時視市場價格而定，於詐欺前後之價格差異，作為被告犯罪所得。有時則以造成公司收入減少之數目計算之。內線交易則以股票買賣價格之差異，計算被告犯罪所得。因此，總體而言，不同犯罪有不同之計算方式。

參、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查扣金融污犯罪所得

    如同筆者前文「美國司法部FBI有關查緝貪污犯罪之簡介」所陳述，我國不論處理貪污犯罪或金融犯罪，其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證明被告犯罪所得暨其流向，並將其不法所得查扣之，以資賠償及懲儆。

   惟究竟要如何建構被告犯罪金錢網絡，及製作資金流向圖表，除了需要有堅強及敏銳之偵查團隊外，適時蒐集資訊外，對於不具有金融背景之檢察官而言，縱使經由金融犯罪研修初級班或進階班受訓，獲得相當程度之金融財務分析知識，惟礙於時間、精力，自不可能自己親力而為，從成千上萬筆金融資訊中，釐清當中之流向。況且，尚有多種偵查手段及作為，需要檢察官發動及審視，以茲完成犯罪之蒐證工作。

    因此，犯罪所得之查扣實需要一群有經驗強力團隊，不斷分析財務，提供資訊，以資提供檢察官下一步偵查作為之參考，或作為將來舉證之證據。縱使目前我國有財經組檢察事務官，具有財經背景，惟其等端賴各地檢署之運用，發揮效用不一。至先前高檢署雖有支援地檢署之金融小組，結合檢察官及各金融機構之人員共計數名，惟其等至地檢署閱卷及相關證物若干天後，僅提出些許建議，並未實際作出資金流向，對於實際辦案之檢察官而言，尚非充足之資源。

至於目前最高檢之特偵組是否運用金融方面之檢察事務官及其他各機關資源得宜，仍值得予以關注。惟就一般地檢署查緝金融犯罪之檢察官而言，仍需要一個有經驗之堅強財務分析團隊，適時參與偵查作為，即時分析，作出資金流程圖，而非事後審視案卷提供若干建議。因此，FBI於金融犯罪處下設置財務分析團隊，運用於該局偵辦各項需要分析財務流向之犯罪的作法，值得予以參考。

我國倘於高檢署或最高檢設置相關財務分析團隊，結合會計人員，專責處理全國性需要財務分析、追查資金去向之案件者，統合運用，適時參與偵查中案件，即時作出報告及流程圖，才可以確實達到查扣被告犯罪所得，嚴懲被告，賠償被害人之目標。

二、財產查扣訓練計畫

既然查扣被告不法所得對查緝金融犯罪而言，深具重要性，則FBI金融犯罪處規劃之訓練計畫，定期訓練調查員有效率查扣、計算及搜索被告資產，即值得我國參考。

    由於我國似乏此種類型之訓練及傳承經驗，承辦金融犯罪之檢察官們或許憑個人經驗或運氣，自行摸索，或則成功，或則失敗。其實，倘有相關教育訊息可以傳承，自得提高我國查扣不法犯罪所得之比率。

由於本次座談時間有限，該名調查員未對此議題準備相關資料，該等計畫之細節，筆者乃嘗試透過DOJ國際事務部門希冀能夠取得相關資訊，待回覆後，再行介紹之。  

三、未來展望

金融犯罪具有國際化之傾向，犯罪手法多有雷同之處，美國近年來發生多起重大金融犯罪，我國目前金融犯罪亦方興未艾。在FBI金融犯罪處，查緝金融犯罪顯較我國有經驗之情形下，其等相關作為及構思，實值我國持續關注。

倘能定期派遣檢察官或相關人員持續並深入與其等接觸，瞭解查扣犯罪所得之調查技巧，或計算各類金融犯罪所得之方式，以及如何建構犯罪金錢網絡流向圖之模式，相信對我國查緝金融犯罪均有很大之助益。

美國司法部偵辦智慧財產權犯罪及電腦犯罪之參訪心得                                             

壹、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於知慶檢察官、黃紋綦檢察官，於97年2月21日上午9點至10點10分，在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Criminal Division）電腦犯罪及智財犯罪科（Computer Crim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與聯邦檢察官John Zacharia舉行Q＆A座談，並參觀網路犯罪實驗室（Cybercrime Laboratory），與實驗室主任Ovie L.Carroll會談。

擬先行介紹會議中討論議題，次提出參訪心得與相關建議，俾供我國偵辦智慧財產權犯罪及電腦犯罪事務之參考。

貳、Q＆A討論議題

一、網路犯罪實驗室

（一）設置及功能

美國司法部於一年半前，在刑事部門電腦犯罪及智財犯罪科下設置網路犯罪實驗室，主要協助聯邦檢察官及偵查員在偵查開始階段，於搜獲電腦或其他電子產品時，蒐集其內所存在之犯罪訊息。並在初步過濾後，提供聯邦檢察官足夠之證據，讓被告接受認罪協商，或有助於檢察官所提出之羈押聲請，或發掘其他重要之電子證據。

    該實驗室研擬出「數位鑑識分析研究方法」（Digital Forensic Analysis Methodology），並繪製鑑識案件處理流程圖，便利檢察官或偵查員瞭解數位鑑識之流程。亦即，從檢察官或偵查員搜獲電腦或其他電子產品，向該實驗室請求鑑識後，實驗室之第一階段為準備或取出階段（Preparation/Extraction），即直接複製原始狀態之電腦硬碟，避免將來被告提出抗辯該電腦資料已遭到竄改。第二階段進行確認（Identification），亦即從數百萬筆電腦資料中，以關鍵片語等方式，縮小範圍找出相關犯罪資料。最後即進入分析(Analysis)階段，對先前找出之相關犯罪資料，進行人、事、時、地、物等分析，找出關連性。倘在分析相關資料後，發現新事實者，再度返回第二階段即確認階段，在關鍵片語之輸入下，再次找尋相關犯罪資料，最後始製作出鑑識報告。

    該實驗室約有十多部電腦，目前僅有三位鑑識人員，今年即將有第四位鑑識人員加入，由於該實驗室成立時間短，目前處理個案尚不多。據筆者嗣後於97年3月27日參訪麻州聯邦地檢署，與該地檢署負責電腦犯罪之聯邦檢察官Stephen Heymann會談後，瞭解實務上有關電腦問題，通常百分之九十以上由當地FBI專業調查員即可獲得解決，如果非常複雜之問題者，始會尋求美國司法部網路犯罪實驗室之幫助。不過，也是先行以電話溝通，詢問問題，倘未獲解決，始親自前往位於華盛頓之司法部尋求協助。

（二）The PIRL List

由於現代電腦非常普及，不同類型之犯罪者，均使用電腦作為犯罪工具，或是在電腦內隱藏著與共犯相互溝通之訊息，或可顯示曾在網路上搜尋武器販賣網站等紀錄。因此，在被告住居所所查扣之電腦，其內資訊是相當重要的犯罪證據。因而，不僅只有處理電腦犯罪的檢察官會面臨到如何從數百萬筆電腦資料中找出所需犯罪證據之困境，其他處理金融犯罪、貪污犯罪、組織犯罪之檢察官均有可能面臨到此問題。惟其等檢察官或許因較缺乏電腦相關知識，難以對數位鑑識人員表達其需求，致造成無法有效利用電腦資訊做為證據。

為克服檢察官與鑑識人員間，因專業用語不同，致造成無法理解彼此需求之窘境。聯邦檢察官發起下列計畫，由二十年以上工作經驗，且有十年以上起訴電腦相關犯罪經驗的聯邦檢察官一同參與，列出檢察官請求電腦鑑識之參考名單Prosecutor’s Initial Reference List(for the Initial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Computer），簡稱The PIRL List。該名單列有44種檢察官可能提出電腦鑑識之請求（REQUEST），在每一種可能提出之請求旁，解釋為什麼要提出該項請求（WHY THIS MAY BE WANTED）。例如：第3項請求：檢查路徑器（ROUTER）以確定是否連接其他電腦或電子設備，以資作為搜索在搜索地點內或外之相關電子設備之依據，並且不要忘記扣押路徑器。第3項之解釋：路徑器也是電腦，透過路徑器可以得知所有相關連電腦之重要訊息，也可以發覺尚未知道之相關連電腦，遠方存放處，或者其他在搜索地點內或外之電子設備。

上述參考名單檢察官可以視案件需要提出一種或多種請求，該名單之建立主要為檢察官與鑑識人員提供溝通平台，藉由共通語言，瞭解彼此需求。甚且，在聯邦法院系統，超過百分之九十透過認罪協商處理案件，檢察官在與被告協商過程中，自然必需要有證據說服，電腦上之證據即具重要性。

二、智慧財產權犯罪

（一）違法但獲不起訴或無罪判決之侵權商品的處理方式

    依據18 U.S.C §2320之規定，侵權商品縱使因難以證明其主觀犯意而不予起訴者，檢察官仍得聲請法院扣押此物品並且予以銷毀之。相同地，縱使被告獲無罪判決，其被搜獲扣押之侵權商品，法院仍得命令銷毀之。

（二）如何計算侵權商品之價值

    聯邦量刑標準表針對智慧財產權犯罪案件，視侵權商品之價值，而決定刑度高低，因此，有關計算侵權商品價值之方式即具重要性。實務上通常違法下載一首歌曲為美金一元。至於違反商標法之仿冒商品則是仿冒程度而定，如果品質較為粗糙者，原先市價一千元之商品，僅販賣二百元者，則以二百元計算其價值，反之，如果仿冒品質優良，其商品易遭人誤認為真品者，縱使販買價格為八百元，仍以一千元計算之。

三、電腦犯罪

（一）網路搜尋引擎業者之責任

倘有人在網站上從事犯罪行為，如：詐欺行為者，除非YAHOO等證明網路搜尋引擎業者明知並有意讓犯罪者繼續使用該平台者，始以刑責罰之。通常YAHOO等業者經人通知有犯罪交易者，即會要求使用者不得再繼續使用該網站。因此，並無相關特殊規則規範此種業者。

（二）IP位址之確認

    偵辦電腦犯罪需要美方網路服務提供業者（以下簡稱ISP業者）提供相關IP位址者，緊急時可以使用24/7系統（本系統係國際間針對網路犯罪建立的一週7天，每天24小時的聯繫機制），要求即刻保存IP位址，然後透過與美方司法互助程序，於短時間內取得之。倘非緊急時，可依據美方司法互助程序，取得IP位址。亦即，向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國際事務辦公室提出請求，該辦公室通常即刻會傳真給ISP業者，ISP業者亦承諾會儘速處理提供相關資訊。

甚且，聯邦檢察官John Zacharia表示：ISP業者曾表明其他國家之司法部門亦可逕行向其等要求保存證據，其等會先行保存證據，不過，嗣後仍須透過美國司法部始會提供IP位址與其他國家司法部門。

四、教育訓練及交流

    有關智慧財產權犯罪及電腦犯罪之教育訓練，往常透過美國在台協會舉辦與華府聯邦檢察官間之對話，此後均可以透過此種方式持續進行教育訓練及經驗交流。

參、參訪心得及建議

1、 建立屬於檢察官與電腦專業人員間之溝通管道

    我國固有電腦專組檢察事務官可協助電腦犯罪之偵查，當檢察官遇到電腦相關議題時，可立即請求協助。不過，縱使如此，仍會面臨到與美國相同之困境，亦即除電腦專組檢察官會遇到較多電腦相關犯罪案件外，其餘各專組檢察官均有可能遇到如何處理電腦資料之問題。職是，檢察官不管與檢察事務官、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偵九隊或其他負責電腦犯罪之偵查員或鑑識人員間，應有相當之對話基礎，始有可能獲取最充分之證據。

    至於如何建立對話基礎，首先必須透過若干基礎訓練，讓每位檢察官具有電腦之基本常識，不僅只限在撰寫書類、查詢判決或製作表格而已。其次，更深入之部分或者無法苛責每位檢察官均可理解，惟不妨仿效美國聯邦檢察官之作法，由素有經驗之電腦專組檢察官，列出查扣電腦後，通常會需要何種資訊，此種資訊應該如何獲取，將其表格化後，可給一般檢察官偵辦具體案件時參考。同時也是教育鑑識人員，檢察官為何需要獲取此種資訊及其用意為何，具有雙向溝通之意義。

    至於，設置專屬檢察官偵辦電腦案件之網路犯罪實驗室，負責較高難度之電腦犯罪的證據蒐集工作，固係一項良好之新作為。不過，國內究竟有多少件困難之電腦犯罪亟需專業實驗室處理，亦即需求量究竟有多大，應予適度評估，倘有此需求者，固應予設置之，反之，則不須貿然設立，徒增人力與物力之浪費。

二、教育訓練

    自司法部刑事部門電腦犯罪及智財犯罪科單位參訪下來，發覺聯邦檢察官偵辦犯罪與我國檢察官均會面臨相似之困境，其等解決問題之新思維及新作法，實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且司法部已累積很多培訓檢察官之經驗，從各式培訓計畫中，不斷交流經驗，得以面對越來越多之高難度犯罪挑戰。

    再者，在犯罪無國界且犯罪手法相互模仿之情形下，偵查方法自可互相學習，我國應適時派員至美國或其他國家深入瞭解或者參與受訓。縱使，在預算不足之情形下，亦可請求提供部分可公開之資訊，或請有經驗之他國檢察官至我國講授偵查技巧，除造福更多之檢察官及偵查人員，增廣視野外，將來面對跨國際之電腦犯罪或智財犯罪案件，瞭解他國之作為，亦可減低摸索時間，建立聯繫管道，較容易處理是類案件。
         美國司法部刑事司法互助之參訪心得

壹、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於知慶檢察官、黃紋綦檢察官，於97年2月21日上午10點15分至11點15分，在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Criminal Division）國際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與負責台灣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檢察官Kyle D. Latimer舉行Q＆A座談一小時。會中Latimer檢察官提供中英文版本之「美國在台協會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並以此作為基礎，討論我國與美國刑事司法互助相關議題。

擬先行介紹會議中討論議題，次提出參訪心得與相關建議，俾供我國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參考。

貳、Q＆A討論議題

一、搜索及扣押被告在美財產

    倘我國刑事被告之犯罪所得或其犯罪證據，在美國境內者，依據上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15條「搜索及扣押」規定，得向美方提出搜索、扣押及移轉證物之請求。另可依據第10條「雙方所屬領土內之紀錄」規定，得向美方請求提供被告銀行帳戶等資料。此外，依據第十七條「沒收程序之協助」之規定，亦可在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在沒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被害人求償等程序中，等候進一步程序前暫時凍結該所得或工具。

    上開規定均有助於我國金融犯罪及白領犯罪相關資金之查扣與追查，Latimer檢察官建議可視個案情形，加以運用，依據該協定規定提出聲請者，美方均會儘快提供協助。

二、提出刑事司法互助應行注意事項

    依據上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5條「請求之形式及其內容」之規定，請求美方應以英文提出書面。Latimer檢察官希冀檢察官提出請求事項時，儘可能提供請求之基礎事實及理由，例如：需要某項銀行紀錄時，可稍加說明為何需要此紀錄。此外，查扣某項證物時，必須陳明與案件之關連性，該證物之所有人及其他有用之資訊，以利美國檢察官據以向法院提出聲請，法院在充足之資訊下，始有可能予以扣押，倘不夠清楚者，可能法院即會駁回，亦徒勞無功。

另外，請求代為訊問證人者，宜將問題列出，倘檢察官認為需親自在場或訊問者，可前來美國，依據上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9條之規定，經法院同意下，檢察官可以在場，甚至自行訊問。

至於案件證物如何處理之部分，除非我國需要美國法院提示給被告或證人確認者，否則不需要將證物傳給美方。例如：偽造文書犯行部分，需要確認簽名是否是偽造者，可將簽名之影本傳送給美國即可。

三、刑事司法互助之訓練

    美國司法部刑事部門國際事務辦公室通常收到我國請求後，均以最快速度將之傳送給該管檢察署處理，不過，有時由於承辦檢察官工作繁重，無法迅速向法院提出聲請，或者法院本身處理程序較為繁雜，會有些許延誤。同樣情形，在我國亦同，均視個案而定。

    然而，為加速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業務之推動，美國司法部每年均有檢察官訓練計畫，教育檢察官如何處理刑事司法互助案件，且在全國94個聯邦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置聯繫窗口，由檢察官擔任聯絡人，倘有更替者，均應即時陳報司法部，以資更改聯繫窗口名單。

    此外，與美國訂有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之國家約有五十個國家，其中德國、英國與美國有較多刑事司法互助案件，因此，相互間有交流計畫（exchange program），德國或英國經常會派遣檢察官至美國司法部交流六個月至一年，相互學習經驗。

參、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刑事司法互助事務之訓練

    我國地檢署處理涉及外國人之案件，通常由涉外小組接辦之，而涉外小組檢察官之外文能力極佳，惟其等接到刑事司法互助案件，並非均明白處理該案件之急迫性及重要性，可能與其他一般案件等同處理，易造成我國與他國間刑事司法互助上之誤會。況且，重大犯罪越來越有國際化傾向，檢察官偵辦某些金融犯罪或白領犯罪，亟需請求國外協助調閱金融資料及查扣財產等事項。職是，檢察署內不僅僅只有涉外小組檢察官會面臨到涉及刑事司法互助事務，每位檢察官均有可能因個案偵辦而有此需要。 

為消彌此種窘境，參照美國司法部作法，於每個地檢署建立聯繫窗口，並定期對之進行教育訓練，讓其等充分瞭解刑事司法互助之要件、應提供之請求資訊、請求司法互助之流程，及受理外國請求案件之處理流程等。嗣後以此參訓者為種子教官，於受訓後將相關資訊進一步教導地檢署檢察官，減少我國檢察官遇到刑事司法互助案件時，摸索時浪費之時間、精力。

此後，透過法務部聯繫窗口與地檢署聯繫窗口之經常性接觸，可適時反應某些外國請求案件之緊急性，便利我國檢察官加速處理流程，亦消彌法務部干涉辦案之虞。

二、適時派檢察官至美司法部參訪或受訓

    本次參訪行程二天半，司法部刑事部門國際事務辦公室針對參訪者提出興趣之主題，充分安排八個單位參訪，可謂從早到晚在司法部所屬各單位中穿梭。會議與談人不論檢察官、資深調查官、資深緩刑觀護官及資深督察等，均充分準備相關資訊，在Q＆A討論中，對我方提出之問題均詳細回覆，甚且，我方想要進一步瞭解之資料，透過國際事務辦公室亦可取得公開之資訊。

    再者，自司法部刑事部門金融犯罪科、貪污犯罪科、毒品犯罪科、電腦犯罪及智財犯罪科等單位參訪下來（往後將陸續為文介紹之），發覺主要共通點，司法部刑事部門各單位除負責偵辦或協助地檢署偵辦重大案件外，最重要的工作在擬定政策及訓練檢察官、偵查人員。換言之，司法部已經累積很多培訓檢察官之經驗，從各式培訓計畫中，不斷交流經驗，以面對越來越多之高難度犯罪挑戰。甚至電腦犯罪科最近一年半以來剛成立實驗室，有些新作為，均值得我國參考。

    在犯罪無國界且犯罪手法相互模仿之情形下，則偵查方法自可互相學習，是美國司法部各部門之培訓檢察官或偵查人員計畫，應可適時派員深入瞭解或者參與受訓。縱使，在預算不足之情形下，亦可請求提供部分可公開之資訊，或請美方派員至我國演講，造福更多之檢察官及偵查人員。

                     第  七  篇
美國聯邦及州立法院暨檢察署參訪心得

壹、美國麻薩諸塞州州立法院參訪心得／110

貳、美國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參訪心得／116

參、美國聯邦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之實踐情形—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經驗談／122

肆、美國華盛頓聯邦地區法院參訪心得／128
美國麻薩諸塞州州立法院參訪心得

筆者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七日與哈佛法學院LLM碩士班師生及訪問學者一同至波士頓，參訪麻薩諸塞州（以下簡稱麻州）Suffolk高等法院（Massachusetts Suffolk Superior Court)，在法庭上旁聽民、刑事案件，並於中午期間與多位法官會談，有助於瞭解美國民、刑事訴訟程序及印證所學。以下先就麻州州立法院系統予以介紹，次就參訪該法院過程及心得說明之：

1、 麻州州立法院之介紹

1、 法院組織

    三審法院為麻州最高法院（Supreme Judicial Court），由一院長（Chief Justice）及六位法官(Associate Justices)組成之。

二審法院則為麻州上訴法院（Massachusetts Appeals Court），共有一院長及二十四位法官。

一審法院部分，設有審判法院行政辦公室（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Trial Court），綜理一審法院之行政管理事務，設有一院長。此外，尚設有緩刑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robation)及陪審員辦公室等組織(Office of Jury Commissioner)。其中審判法院行政辦公室所轄計有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 Department）、土地法院（Land Court Department）、房屋法院（Housing Court Department）、波士頓市立法院（Boston Municipal Court Department）、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 Department）、少年法院（Juvenile Court Department）及遺囑暨家事法院（Probate & Family Court Department ）等七個部門。

    依照法律所設法官最高員額之規定，高等法院為一位院長八十一名法官，地區法院為一位院長一五七位法官，土地法院為一位院長六位法官，房屋法院為一位院長九位法官，波士頓市立法院為一位院長二十九位法官，少年法院為一位院長四十位法官，而遺囑暨家事法院則為一位院長五十位法官。

2、 法院事物管轄範圍

    麻州最高法院位於波士頓，得以監督其下所有法院之行政事務，且對上訴案件有最終決定權。

    麻州上訴法院對於所有一審法院之上訴案件有管轄權，並且大部分案件在此即告確定，只有一部分會再轉送至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共有十四個分院（Division），每一個分院處理一個郡（County）的事務。其管轄為大部分之刑事重罪案件（Felony）、民事案件及複審某些行政處分。

地區法院共有六十二個分院，其事務管轄範圍，就民事部分而言如：契約或侵權行為所引發之損害賠償程序，小額及簡易訴訟，精神疾病、酒類或藥物濫用民事拘禁程序，及非屬少年法院管轄之少年事務等。刑事部分為所有輕罪案件及特定重罪案件。此外，對於某些行政處分（例如：武器執照之核發、解雇之賠償）之上訴亦有管轄權。

土地法院專屬管轄所有麻州土地不動產登記爭議、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及有關土地稅務之優先權等事務，並對地政事務所負監督之責。

房屋法院管轄住居所衍生之身體健康、安全或福利等相關民刑事訴訟。不過，其非專屬管轄，高等法院及地區法院亦有管轄權。

波士頓市立法院與地區法院相似，管轄波士頓市區有關金錢損害及受託程序之民事案件，共有八個分院。

少年法院共有十一個分院，管轄十七歲以下少年之民刑事案件，包含少年非行、兒童所需之照護措施、成年人共犯、非行少年之收養或終止家長監護權之程序等。

遺囑暨家事法院共有十四個分院，管轄遺囑、離婚、監護權、探視權、家庭暴力、收養、終止父母監護權及防止家庭暴力等案件。

    此外，審判法院行政辦公室處理麻州上開一審審判法院之行政庶務，包含資金、設備、預算、教育、訓練、人力資源、科技設備、計畫及政策發展、安全及服務等項目。其內設有一院長除綜理此辦公室所有事務外，並負責指派其轄下審判法院系統之院長。

緩刑官辦公室負責監督麻州緩刑制度之實施，對人犯進行調查及社區監督，調解，服務被害人，以及監督其他社區之服務。

陪審員辦公室則負責挑選及管理陪審員，直到他們出現在法庭內為止，並且對於陪審員每日能夠出庭負監督之責。

三、麻州最高法院

麻州最高法院建立於西元一六九二年，以前叫做Superior Court of Judicature，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上訴法院。從西元一七八Ｏ年採用麻州憲法以來，改名為Supreme Judicial Court。

最高法院法官由州長提名，再經由行政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同意任命之，其任期可一直做到七十歲強制退休年齡為止。麻州其他法官均是如此，與其他州法官是經由選舉產生之途徑不同。

最高法院所有七位法官一起對民、刑事上訴案件之聽審時間是從每年九月至隔年五月。至於特定聲請案、羈押決定覆議案、檢辯紀律程序、進入律師公會之申請案及其他法定程序等，則每個月由一個法官輪值決定之。

最高法院每年約有二百件判決，至於個別法官一年大約六百件案件。除了處理上訴案件外，對於法官及檢辯均有監督權，訂定法院審判規則，在特殊案例中，當州長或議員對法律爭議請求解釋時，亦會提供建議性意見。

目前最高法院院長為Margaret H. Marshall，她原為南非人，於南非唸完大學後，始至美國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及耶魯大學取得JD學位。曾擔任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在西元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前，擔任哈佛大學副校長。嗣於一九九九年經由州長提名並經委員會同意後任命為最高法院院長。她是最高法院三百年來的第二位女法官，及第一位的女院長。  

2、 參訪心得

1、 法院安檢設備之比較

    筆者參訪麻州Suffolk高等法院時，於門口即有如機場安檢站一般，除以X光檢查隨身所攜帶之物品外，並設有安檢門。相較於筆者另外於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參訪之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此高等法院之安檢設備尚稍嫌簡陋，該聯邦地區法院尚須核對護照等證件，並且所攜帶手機、電腦及相機等電子用品均得寄存在法院門口法警服務台內。

    其實筆者先前所參訪之德國聯邦法院、漢堡地方法院、法國巴黎地方法院等國家，均有類似之安檢設備，除實質上確保進入法院者不會攜帶違禁物，危及法院安全外，形式上更增添法院之威嚴，讓進入者更加謹言慎行，以增加對法庭之尊重。

    我國大部分之檢察署或法院縱設有安檢門，不過，有時民眾刻意繞過時，亦無法防備危險物品之攜入。另外，設有X光檢查器材之法院，法警亦不是對每個人都予以檢查，安全之維護概念尚嫌不足。倘有朝一日發生如德國法院爆炸事件，則已無法挽救，實應防患於未然，以維法院之安全。

2、 陪審團制度之實踐

    九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在上開法院觀看一件民事案件，該案件前一天均已辯論完畢，當日係陪審員評議之日，於陪審員進入裁判評議室前，由法官曉喻是否有人對陪審員有何不當之干預或強暴脅迫之行為致使影響心證者，應予以提出，於每一位陪審員逐一答稱無後，才進入評議室，對法官所設之幾項議題進行評議。其實，對陪審員之保護，不止法官之再三確認而已，另在參訪過程中，旁聽一殺人案件，某一電視台在法庭內全程錄影時，僅攝影證人及檢辯雙方之詰問過程，均無拍攝任何陪審員。因依規定為保護陪審員免於強暴脅迫，不得攝影之，以確保陪審團制度之實施。

    隨後，所參訪之醫療糾紛案件中，由於涉及專業，陪審員每人均有一冊厚厚之醫療鑑定報告及說明，在辯方詰問鑑定人時，陪審員均一同翻閱。不過，該名辯方律師因過度緊張，三番二次遭檢方異議後，法官請其等一同至庭邊會議，並予以休庭一小段時間。惟在此冗長之醫學知識辯論中，陪審員究竟能理解多少，尚引人深思。

不論民刑事案件中，陪審員每人均可拿紙筆記下問題，在參觀性侵害犯之民事拘禁程序時，陪審員尚在辯方對鑑定人之詢問結束後，即舉手表示欲詢問問題，該問題已寫在紙上，由法警遞送給法官後，法官即召集檢察官及辯護人到庭邊，提示問題並徵詢意見後，由法官代為詢問鑑定人。

麻州此種陪審員可以參與詢問問題之制度，乃是該州陪審團制度改革委員會近十幾年來所提出之新制度。倘決定事實之人對於有疑問之事項，均無法提問者，又如何做出適切之決定。此種新制度於當日中午與法官之午餐會談中，法官們均表示肯定之意。在我國乃由專業法官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法官身兼陪審員之職能，倘於檢辯雙方交互詰問後，堅持「法官不語」，無庸再行補充詢問之權，即進行認定者，無法提問者，即顯有違公平正義，並浪費訴訟資源。因此，麻州此一修正方向應值得肯定。

3、 法院網站設置之省思

    麻州最高法院法庭內從九月至五月聽審程序，可以在網站（http://www.maappellatecourts.org/calendar.php）中查詢到每件案件之言詞辯論（Oral Arguments）時間表，並可以言詞辯論後四天內透過網站（http://www.suffolk.edu/sjc）觀看得到（每件均約三十分鐘長度）。並且由Suffolk 法學院學生整理案件摘要，此摘要非官方文件，僅為助於觀看網站者得以簡要知道該案件內容。

我國最高法院基本上為書面審理，無須雙方當事人到庭陳述法律意見，亦無此種網站措施。此措施好的方面固可便利關注此案件之人查詢案件進行情形，無庸親自到庭聆聽外，一方面亦負有教育功能。惟我國是否宜為引進，會否遭有心人士不當運用，均尚值觀察。

     美國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參訪心得

壹、前言

筆者於97年3月27日前往位於波士頓之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以下簡稱麻州聯邦檢察署）參訪，在該檢察署電腦犯罪科主任即聯邦檢察官Stephen P. Heymann 協助下，就欲瞭解之議題：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經濟犯罪、貪污犯罪與電腦犯罪之偵辦情形，分別與相當我國襄閱主任檢察官之First Assistant U.S. Attorney Michael K. Loucks，及白領犯罪部門之總負責人Diane Cabo Freniere，經濟犯罪科主任Mark J. Balthazard，貪污犯罪科主任Brian Kelly及電腦犯罪科主任Stephen  P. Heymann等五位聯邦檢察官，分別進行Q＆A會談。其中有關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部分，筆者已另為文於「美國聯邦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之實踐情形—麻薩諸塞聯邦檢察署經驗談」一文中介紹，本文不予以重複敘述。以下乃分別就檢察署組織架構暨相關措施、會談議題及參訪心得敘述之。

貳、檢察署組織架構暨相關措施

    麻州聯邦檢察署共有86位負責刑事案件之檢察官，在檢察長（U.S. Attorney）之下為First Assistant U.S. Attorney，負責新聞發布事項，為該檢察署之發言人。檢察署主要有四大部門：白領犯罪部門、暴力犯罪部門、恐怖主義犯罪部門及行政部門。白領犯罪部門下分有貪污犯罪科、經濟犯罪科、健康詐欺科及電腦犯罪科。暴力犯罪部門下分有毒品犯罪科、武器犯罪科及組織犯罪科。從上開組織架構上，可大致瞭解聯邦檢察署之工作重點項目。 

    至於硬體方面，該檢察署位於九樓，與麻州聯邦地方及上訴法院為同一棟建築物，進出該聯邦法院大樓（Federal Courthouse）時，除其內部員工外，均須檢附二種附照片之身分證明。另外，手機及照相機等電子用品均不得攜入，須寄放法警櫃臺。於通過像機場安檢站般之安檢關口後，始得以進入該棟法院大樓。惟進入位於九樓之檢察署復設有一關卡，訪問人員須先行向服務櫃臺人員表明身分，拜訪對象後，始得領取參訪證，在等候區等候。服務人員嗣以分機通知拜訪對象前來等候區帶領，參訪人員始得以進入檢察署之管制門內，雙重確保檢察署之安全。

參、會談議題

一、經濟犯罪

（一）財產追查及沒收    

追查經濟犯罪之財產流向是聯邦檢察署經濟犯罪科之重要議題，麻州聯邦檢察署內設有二位專業會計人員協助，幫忙作財產流向之分析，釐清被告暨相關人帳戶關係後，提供檢察官作後續偵查之參考。

至於犯罪財產之沒收非常不容易，很難掌握搜索及扣押之時機，有時候搜索時，被告部分財產已經移轉國外，須另行透過司法部國際事務科之司法互助途徑，取得他國司法機關之協助，始得為財產之扣押及沒收。至於國內財產部分，有關財產沒收之實際執行機關為聯邦法警部門之財產沒收辦公室（U.S.MARSHALS  SERVICE），具體實施方式檢察署須與其等聯繫。

（二）偵查技巧

美國聯邦法律制度允許在偵查人員或證人身上裝上麥克風或攝影機（稱作BODY WIRE），或以電話與被告聯絡，在被告不知情之情形下，逕行錄音或錄影，亦即一造同意下（one party consent），無庸取得被告同意，即得錄音或錄影，將來該錄音帶或錄影帶具有證據能力。此種方式取得之證據往往為檢察官舉證的利器，也是被告無法否認犯罪之最重要證據。因此，白領犯罪部門之總負責人Diane Cabo Freniere聯邦檢察官稱，該檢察署實務上甚少採用監聽之方法從事偵查行為，而是用上開方式取得證據。

另外，聯邦犯罪之起訴須透過大陪審團為之，因此，檢察官另一偵查利器乃係透過大陪審團核發傳票，詢問證人取得證言，或調取相關資料後，由大陪審團決定起訴被告與否。

（三）偵查策略

經濟犯罪常涉及公司犯罪，基本上，起訴公司非常容易，無庸證明主觀犯意。不過，起訴公司涉及層面廣泛，常會導致公司無法營運而倒閉，所以，需要相當謹慎。實務上，檢察署很少起訴公司，取而代之運用緩起訴制度，在認罪協商下，被告公司倘願意於二至三年內，賠償被害人、提供基金作公益或配合作若干事務等，即獲得緩起訴。

至於起訴個人部分，為了爭取時效或怕重要被告逃匿，通常在經濟犯罪中，對於層級較低之被告，採取協商之方式，讓他們轉為證人，在大陪審團中作證，始能讓大陪審團起訴層級較高之重要被告。

（四）與調查員之關係

FBI調查員或其他機關偵查人員對於經濟犯罪案件，往往在偵查之初就聯繫聯邦檢察署檢察官，希望檢察官加入偵查團隊，對於如何取證提供法律意見，並透過檢察官向大陪審團聲請傳票或訊問證人等。因此，檢察官越早介入，雙方得以共同掌握證據，調查員無庸事後大費周章向檢察官解釋該案件之偵辦進度，以及討論如何向大陪審團聲請保存證據或舉證等。

職是，美國聯邦體系在採用大陪審團起訴之制度下，演變成聯邦檢察官不僅只在法庭上辯論而已，而是和調查員共同致力於犯罪之偵查。亦即聯邦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對於取證部分提供法律意見，以確保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而調查員在此方面會遵從檢察官之意見，進行偵查作為，避免徒勞無功。

此外，白領犯罪部門之總負責人Diane Cabo Freniere與經濟犯罪科主任Mark J. Balthazard均稱：其等經辦經濟犯罪時，通常與FBI與調查員合作關係良好，從未有案情遭調查員洩漏之情形。

二、貪污犯罪

依據18 U.S.C.§3143之規定，經陪審團認定有罪判決之被告，不論在量刑中或上訴中，原則上都要羈押，實務上甚少有個案得以交保。此條文即為被告有罪判決後，法官當庭諭知收押之依據。

此外，有關貪污犯罪資金流向之清查，該地檢署有二位專業會計人員可協助檢察官，找尋被告相關帳戶及建構資金流程等工作。甚且，被告資金流向之證明是偵查機關重要職責，即使被告否認犯罪，不陳述資金流向相關脈絡時，檢察官仍應負舉證責任。

三、電腦犯罪

（一）檢察署教育訓練

由於現代電腦非常普及，不同類型之犯罪者，均使用電腦作為犯罪工具，或是在電腦內隱藏著與共犯相互溝通之訊息，或可顯示曾在網路上搜尋武器販賣網站等紀錄。因此，在被告住居所所查扣之電腦，其內資訊是相當重要的犯罪證據。因而，不僅只有處理電腦犯罪的檢察官會面臨到如何從數百萬筆電腦資料中找出所需犯罪證據之困境，其他處理金融犯罪、貪污犯罪、組織犯罪之檢察官均有可能面臨到此問題。惟檢察署內其他檢察官或許因較缺乏電腦相關知識，難以對數位鑑識人員表達其需求，致造成無法有效利用電腦資訊做為證據。

為克服檢察官與鑑識人員間，因專業用語不同，致造成無法理解彼此需求之窘境。檢察署即由電腦犯罪科主任即聯邦檢察官Stephen P. Heymann負責對不同程度之檢察官，進行時間長久不一之教育訓練，以增強檢察官之能力。

此外，Stephen P. Heymann等聯邦檢察官更進一步與若干二十年以上工作經驗，且有十年以上起訴電腦相關犯罪經驗的聯邦檢察官一同研擬，列出檢察官請求電腦鑑識之參考名單Prosecutor’s Initial Reference List(for the Initial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Computer），簡稱The PIRL List。該名單列有44種檢察官可能提出電腦鑑識之請求（REQUEST），在每一種可能提出之請求旁，解釋為什麼要提出該項請求（WHY THIS MAY BE WANTED）。上述參考名單檢察官可以視案件需要提出一種或多種請求，該名單之建立主要為檢察官與鑑識人員提供溝通平台，藉由共通語言，瞭解彼此需求。甚且，在聯邦法院系統，超過百分之九十透過認罪協商處理案件，檢察官在與被告協商過程中，自然必需要有證據說服，電腦上之證據即具重要性。

（二）與司法部網路犯罪實驗室之關係

美國司法部於2006年間，在刑事部門電腦犯罪及智慧財產權犯罪科下設置網路犯罪實驗室，主要協助聯邦檢察官及偵查員在偵查開始階段，於搜獲電腦或其他電子產品時，蒐集其內所存在之犯罪訊息。並在初步過濾後，提供聯邦檢察官足夠之證據，讓被告接受認罪協商，或有助於檢察官所提出之羈押聲請，或發掘其他重要之電子證據。

    由於該實驗室成立時間短，目前處理個案尚不多。麻州聯邦檢察署實務上有關電腦問題，通常百分之九十以上由當地FBI專業調查員即可獲得解決，如果非常複雜之問題者，始會尋求美國司法部網路犯罪實驗室之幫助。不過，也是先行以電話溝通，詢問問題，倘未獲解決，始親自前往位於華盛頓之司法部尋求協助。

肆、結語

一、硬體部分

    筆者本次參訪麻州聯邦檢察署，除須核對護照等二種證件外，所攜帶手機、電腦及相機等電子用品均得寄存在法院門口法警服務台內，並通過安檢門等設施，顯較筆者先前於96年11月7日參訪麻州Suffolk高等法院，僅於門口設有安檢站，以X光檢查隨身所攜帶之物品，更為慎重。

    我國大部分之檢察署或法院縱設有安檢門，不過，有時民眾刻意繞過時，亦無法防備危險物品之攜入。另外，設有X光檢查器材之檢察署或法院，法警亦不是對每個人都予以檢查，安全之維護概念尚嫌不足。

為防患如同德國法院爆炸等事件之發生，應落實法院及檢察署安全管制措施，並提昇安全管制之等級。此舉不僅實質上確保進入法院或檢察署者不會攜帶違禁物，危及法院或檢察署之安全外，形式上更增添法院及檢察署之威嚴，讓進入者更加謹言慎行，以增加對法庭或檢察署之尊重，可謂一舉數得。

二、犯罪偵查部分

    經濟犯罪部分有關如同筆者前文「美國司法部FBI偵辦貪污犯罪之參訪心得」所陳述，我國不論處理貪污犯罪或經濟犯罪，其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證明被告犯罪所得暨其流向，並將其不法所得查扣之，以資賠償及懲儆。

   惟究竟要如何建構被告犯罪金錢網絡，及製作資金流向圖表，進一步為犯罪所得之查扣，在在需要一群有經驗之強力團隊，不斷分析財務，提供資訊，以資提供檢察官下一步偵查作為之參考，或作為將來舉證之證據。我國目前財經組檢察事務官，具有財經背景，應可好好發揮其效用。期待能如麻州聯邦檢察署所雇用之二位專業會計人員般，對查緝經濟及貪污犯罪發揮最大效用。

    至於電腦犯罪部分，我國固有電腦專組檢察事務官可協助電腦犯罪之偵查，當檢察官遇到電腦相關議題時，可立即請求協助。不過，縱使如此，仍會面臨到與美國相同之困境，亦即除電腦專組檢察官會遇到較多電腦相關犯罪案件外，其餘各專組檢察官均有可能遇到如何處理電腦資料之問題。職是，檢察官不管與檢察事務官、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偵九隊或其他負責電腦犯罪之偵查員或鑑識人員間，應有相當之對話基礎，始有可能獲取最充分之證據。

    至於如何建立對話基礎，必須透過若干基礎訓練，讓每位檢察官具有電腦之基本常識，不僅只限在撰寫書類、查詢判決或製作表格而已。其次，更深入之部分或者無法苛責每位檢察官均可理解，惟不妨仿效美國聯邦檢察官之作法，由素有經驗之電腦專組檢察官，列出查扣電腦後，通常會需要何種資訊，此種資訊應該如何獲取，將其表格化後，可給一般檢察官偵辦具體案件時參考。同時也是教育鑑識人員，檢察官為何需要獲取此種資訊及其用意為何，具有雙向溝通之意義

美國聯邦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之實踐情形—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經驗談

壹、前言

筆者於97年3月27日前往位於波士頓之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檢察署（以下簡稱麻州聯邦檢察署）參訪，就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分別與相當我國襄閱主任檢察官之First Assistant U.S. Attorney Michael K. Loucks，及白領犯罪部門之總負責人Diane Cabo Freniere，經濟犯罪科主任Mark J.  Balthazard及電腦犯罪科主任Stephen  P. Heymann等四位聯邦檢察官，分別進行Q＆A會談。另外，於97年4月10 日課後請教前麻州聯邦檢察署檢察官，現為哈佛法學院之Alex Whiting教授，有關新聞發布之實務情形。

本文擬就檢察署新聞發布原則部分，以麻州聯邦檢察署現任或前任檢察官之經驗出發，介紹有關聯邦檢察署新聞發布之實踐情形。
貳、研究動機

由於刑事案件涉及偵查不公開原則，其與新聞發布間之關係，總是為人不斷檢討，希冀找出一平衡點。美國對此議題於聯邦規則法典28 C.F.R. §50.2就司法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有關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之新聞發布，作若干原則性及例外之規定。更進一步地，美國司法部據此規定，在其發布之「聯邦檢察官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中第1-7.000章「與媒體之關係」（Media Relations）裡面，有更詳盡之行政規範。

然而實務運作情形究竟如何，有無落差，及有無具體個案經起訴或行政懲處者，均值得予以探究，藉此次參訪及上課之機會，擬作實務面之探討。再者，由於此議題涉及實務運作現況，或許不同檢察官有不同之體會。因此，筆者除詢問該檢察署發言人外，亦詢問其他聯邦檢察官及前聯邦檢察官之意見，彙整如下，俾供我國研究該議題之參考。

參、麻州聯邦檢察署發言人之經驗談

    麻州聯邦檢察署發言人First Assistant U.S. Attorney Michael K. Loucks就該檢察署新聞發布實務之運作情形，陳述重點如下：

一、違反規定之個案並不常見

根據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500點之規定，司法部所屬人員不得提供或公布任何會危害司法審判程序之言論或訊息。亦即基本上在法院判決前，參與個案之相關人員（包含：警察、調查員、行政官員或檢察官等）均不得對外表示意見。

該發言人就其在麻州聯邦檢察署工作27年且擔任發言人3年之經驗以觀，大致上來說，其轄區內檢察官以外之相關人員，或許每2至3年會有1個比較嚴重違反規定之個案，致法院介入處理之情形，但是此種情形並不常見。於筆者參訪前一週，即有一個案法院因而舉行Hearing程序者，亦即某移民署官員就其處理案件，在法院審理階段，逕自在電視上表示個人意見。法院即傳喚該官員到庭，當場諭知不得再對此個案表示任何意見。法院下此命令後，倘此人仍逕自公開發表個案看法，即係違反法院命令，為一犯罪行為。發言人稱通常後續此人不會再行公開發言，以免觸法。

行政官員、警察或調查員違反上開新聞發布原則之規定，除法院命令不得再行違反，倘違反者，構成犯罪行為外，一般機關會視情節輕重，予以行政懲處，最嚴重得以解職。

二、檢察署人員違規情形

    聯邦檢察官透過大陪審團傳喚證人之偵查階段，依法不得公開，任何人包含檢察官在內均不得洩漏在大陪審團訊問證人之內容或從事之任何偵查行為，倘洩漏者為一犯罪行為，此合先敘明。

而依照「聯邦檢察官手冊」第1-7.220點之規定，檢察署固然由發言人統一發言，不過，實務上有些記者會直接詢問承辦檢察官，有時檢察官也會回答何時會召開大陪審團之類的問題。然而，並不會對記者說明偵查內容。此舉雖違反上開內部規範，但尚不構成犯罪行為。雖發言人私底下知道前開情形，但實務上並未具體懲處該檢察官。

至於就有無起訴過現職檢察官洩漏偵查秘密之問題，發言人稱其在該檢察署工作二十七年來，並未發生過。僅在二十多年前發生過一件轉任律師之離職檢察官David P.Twomey，在私人聚會場合向ＤＥＡ調查員詢問其以前擔任檢察官所經手過案件的後續偵辦情形，該調查員因與該離職檢察官合作此案件甚久，已成為好友，在飲酒聊天中未提防該名離職檢察官有何目的下，即告訴他目前偵辦進度。然而，該名離職檢察官將此偵查中之機密予以洩漏，嗣經起訴影響司法等罪名，後遭有罪判決(United States v. Twomey, 806 F.2d 1136 (1st Cir.,1986))。

三、偵辦此類案件之困難點

違反偵查不公開案件倘有媒體涉入其中者，因媒體不願透露消息來源，往往增加偵查之困難度。況且，偵辦此類案件常會與媒體產生對抗關係，為慎重計，檢察署須經司法部長即檢察總長之同意，始可對記者進行相關司法程序。

肆、其他聯邦檢察官之經驗談

一、聯邦檢察官Mark J. Balthazard

(一)保密義務書

大陪審團偵查階段任何人均不得洩密，否則構成犯罪行為，因此，涉及該案之偵查機關，如：檢察署、警察局或調查機關等，均須向法院陳明何人刻正從事該案件之偵查，之後法院會發給每位偵辦人員（包含檢察官）相關保密義務規定之保密義務書，要求每位均須閱後簽名，繳回法院存檔。嗣後倘機關更換偵辦人員時，均須立即陳報法院，法院再發給新的偵辦人員一份保密義務書，同樣要求保密。職是，案件進行中所有偵查人員均清楚認知具有保密義務，且法院嚴格控管案件得以接觸資訊者，倘非負責之調查員，即不得給閱任何資訊，以有效掌握偵查中案件不會被第三人得知。相對地，倘有洩漏之情形，即可從這些名單上找尋可疑對象。

（二）不否認、不承認之態度

    根據內部規範，縱使案件進行中，任何人詢問相關進度者，均秉持不承認也不否認之態度，不回答有無案件刻正進行偵查中，更遑論說明偵查內容。因此，不論何人以電話詢問該名檢察官偵查情形時，其即依上開規定，表明不承認也不否認之立場。

（三）個人經驗

    檢察官Mark J. Balthazard於該聯邦檢察署中，負責經濟犯罪甚久，在其擔任聯邦檢察官二十多年，並與FBI調查員長久合作辦案以來，據其陳述偵辦是類案件保密是最基本之要求，否則案件無法進行，其個人從未遇過偵辦案件遭調查員或他人洩密之情形。

二、聯邦檢察官Stephen P. Heymann

    聯邦檢察官Stephen P. Heymann則表示，新聞報導某一案件偵查內容時，有可能是被告特意操弄媒體，希望媒體報導對他有利之訊息，有時候是證人透露給媒體，當然也有可能是偵查機關洩漏者。在這麼多可能性中，調查此類案件更顯得困難。縱使從法院檔案中可以知道經手過該案件偵查人員名單，不過，有時候案件偵查人員甚多，亦難以進行清查。因此，此種案件遭起訴者甚少。

    另外，由於聯邦檢察署只處理重大案件或超過一定被害金額者，不是所有告訴或告發案件均會進行訴追。因此，對於告發人詢問偵查進度時，依規定秉持著不承認不否認之態度，不予告知是否偵辦中及偵辦進度。倘確已開啟偵查程序者，當被害人詢問偵查結果時，頂多說明在進行中，但不告知偵查方向或進度。

三、聯邦檢察官Diane Cabo Freniere

白領犯罪部門之總負責人Diane Cabo Freniere稱：於偵辦案件時，偵查團隊中不論調查員或檢察官，洩漏偵辦進度及訊息，對案件之進行均無助益，甚且造成案件證據遭毀滅或被告逃逸等無法繼續偵辦之情形。另外，還會遭到行政懲處或構成犯罪行為。因此，基本上少有人會洩漏偵查機密者。就其個人二十多年來工作經驗來說，並無個案於偵辦過程中，經調查員及警察予以洩密者。

四、前聯邦檢察官Alex Whiting

    基本上，就機關層級而言，司法機關發布新聞均遵照「聯邦檢察官手冊」中第1-7.000章「與媒體之關係」之規定，並無違反規定之情形發生過。

惟就個人而言，從報紙上個案之報導，可以看得出來大部分是偵查人員洩漏，惟實務上很難查出來。至於檢察官部分，應無洩漏偵查機密之情形。

伍、結語

我國鮮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進行刑事訴追者，實務上通常最多予以行政懲處。再加上機關無法有效約束承辦人員，承辦人員復仗勢媒體保護消息來源，偵查機關難以追查來源之利，導致偵查中案件頻頻曝光在媒體上。此時，身為偵查主體之檢察署進退維谷，無法公開承認或者否認消息之正確性，產生媒體辦案之亂象，導致民眾對於司法機關信賴度嚴重減低。對檢察署發言人而言，此時如何適當發言更是一份沈重工作。

其實養成發言人制度之習慣，所有偵查人員在外時均表示不承認不否認，請媒體逕行詢問機關發言人意見，對於偵查人員何嘗不是減輕壓力。至於，偵查機關內部人員約制部分，是最重要也是最難控制的部分，可參考美方作法，透過檢察署正式逐案登記所有偵查機關之承辦人員，及以保密書等書面方式，告知承辦人員違反之法律效果。在此雙重約制下，讓他們產生心理壓力，未嘗不是一種可嘗試之途徑。另外，在重大案件洩漏偵查機密時，縱使與媒體可能產生對抗之關係，檢察首長仍應仔細衡量公益及新聞自由之比重，適時啟動偵查作為，以防範社會價值之偏差。

此外，建議檢察署在法律宣導時、個案處理中，或在檢察署報到處或網站中，有一個制式化的口號，堅持依法令採取不承認、亦不否認是否有案件偵查中之態度，不斷讓我國民眾接觸及瞭解偵查不公開之重要性，逐漸在檢察署及其他偵查機關中形成一種文化。長此以往，絕大多數犯罪行為之成功追訴，及民眾信賴偵查機關之偵查作為，便指日可待。

           美國華盛頓聯邦地區法院參訪心得
    筆者曾於97年3月及6月間前往位於波士頓麻薩諸塞聯邦地區法院（以下簡稱麻州聯邦法院）及檢察署作一參訪，為比較不同聯邦地區法院之作為及設置，故於97年7月7日前往位於西雅圖之華盛頓聯邦地區法院作一參訪。茲就參訪心得敘述如下：

一、安檢設施

進出該聯邦法院大樓（Federal Courthouse）時，除其內部員工外，均須檢附照片之身分證明予以檢驗，並將身上所攜帶物品，逐一通過像機場安檢站般之安檢關口後，始得以進入該棟法院大樓。此與麻州聯邦法院大樓之安檢措施相似，顯見美國聯邦法院系統對其等安全均非常重視。

    此與筆者先前所參訪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漢堡地方法院、法國巴黎地方法院等，均有類似之安檢設備，除實質上確保進入法院者不會攜帶違禁物，危及法院安全外，形式上更增添法院之威嚴，讓進入者更加謹言慎行，以增加對法庭之尊重。

    我國檢察署或法院固設有安檢門，不過當民眾欲刻意繞過時，亦無法防備危險物品之攜入。另外，縱使設有X光檢查器材之法院或檢察署，法警亦不是對每個人身上所有物件都予以檢查，安全之維護概念尚嫌不足。倘發生德國法院爆炸事件，造成多人死傷時，顯無法挽救，實應防患於未然，以維法院之安全。

二、開庭資訊

    該棟聯邦法院三、四年前始設立，特別的是在第一樓入口處附近及每一層樓中間走道處，均置有電腦設施，方便當事人及法院參訪者查閱近一個月內之庭期設置情形。因此，當事人為確認有無跑錯法庭，僅就近查詢即可，無庸回到一樓處始能查詢，此設施為設立較久之麻州聯邦法院所缺乏。

    我國法院於一樓服務台附近亦多有此種措施，方便當事人查詢庭期，不過，尚無每一樓層均有設置。為方便當事人計，尤其對身體障礙者而言更具實益，倘於經費許可範圍內，得於法院開庭之樓層中，均設置相關電腦查閱系統，尚非不是一種便民措施。

三、法院觀察

    該日參訪之法庭刻正進行被告有罪判決後決定刑期之程序，法院先請被告及辯護人先行陳述後，再請法院假釋調查官表達意見，最後再由聯邦檢察官陳述意見。由於聯邦檢察官依據聯邦量刑規則內所載之刑度，依法求刑，然而，法官認為該刑度過重，乃當庭表明聯邦量刑規則內所載之刑度，依據聯邦最高法院2005年判決，已經不具法律上拘束力，法院可依據個案情況予以較輕之刑度，而此個案法院認該名被告情節甚輕，則當庭予以較輕刑度之諭知，聯邦檢察官當場即表示予以尊重，其後所進行之案件亦秉持該模式進行。

    先前於哈佛法學院相關刑事訴訟課程中，教授即已闡述有關量刑區塊，在聯邦最高法院2005年U.S v.Booker案件後，實務已漸漸不受聯邦量刑規則之法定刑度拘束，於是日得此明證。顯見法院於該判決後，對於個案刑度裁量具有相當大之空間，相對地，聯邦量刑規則之重要性已逐日遞減，賦與法院更大之裁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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